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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開幕典禮上，現任美國總統布希之親弟弟蒞會致詞，演講趣味橫生，同時還邀請多位美國知名的刑事司法界的實務專家演講各項主題；當是警察也是籃球明星的俠客歐尼爾出現時，全體會員代表熱烈鼓掌，以他的表現為榮。

本次會議主題除反恐策略議題外，就所蒐集到美國方面的資料與實地參訪心得，分成：家庭與犯罪、學校與犯罪、美國的少年幫派問題、美國的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少年犯罪預防取向，以及安全社區之具體作法等六項。
美國家庭結構與功能之急遽變遷，對少年犯罪產生了極為負面之影響，尤其兒童虐待與疏忽等家庭問題，更促進了美國少年犯罪問題之嚴重性與複雜性。與美國家庭面臨之嚴重挑戰相較，美國面臨的教育問題更是值得關注。當今美國學校內林林總總的偏差行為，如何激使學校在扮演控制少年犯罪之角色的轉變？文中特別談到與學校相關的一些法定權利義務，可供我國教育機構處理各種校園問題之重要參考。第三部分與第四部分則分別提到美國政府如何解析、防制方興未艾的少年幫派問題與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這些策略也可供我國相關機構在擬定「反黑」、「反毒」政策時的有力依據。
「今日的少年犯，將是明日的成年犯！」拖延少年犯罪之預防，對未來社會之正常發展，將導致嚴重之拖累惡果。文中特別介紹歐美各國在預防少年犯罪所做之努力，尤其對未來之早期預防計畫，著墨甚多，可供我國少年福利機關參考。行政院謝院長提出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其中社區治安更是政府施政之重點之一，幸運的是，英國以及北愛爾蘭的社區治安成功範例，其對安全社區之營造，提出了具體可行的作法，也應該是內政部警政署負責社區治安的重要參考依據。
最後，當初在第108屆年會遭逢中國大陸暗自搞鬼，亟欲排除我國會籍之卑劣舉動，終被我國派出盛大之代表團，對於IACP之熱心支持舉動而告幻滅；此言獲IACP之前任會長Burger以及幾位重要幹部之證實。惟未來情勢如何演變？覬覦加入會籍之中國大陸之連串小動作，是當今外交部、警政署面臨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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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壹)會議時間與地點

「國際警察首長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 IACP)第112屆年會於2005年9月23日至28日，在美國陽光城市－－佛羅里達州(Florida)邁阿密市(Miami)市政會議廳(Metro Miami Convention Center)舉行，會場概分兩部分，一為報到與展示廳，另一則為會議廳；共佔地數十萬平方英呎。

(貳)會議出席代表
根據以往經驗，歷屆出席此年會之警政首長總計代表約有萬餘人左右，代表遍佈全世界各國，主要以美國警察首長為主﹔惟在開幕典禮上，筆者粗略估計約僅1,500人左右，盛況大不如從前。私下瞭解，可能原因為「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雪上加霜的出入境管制，以及主辦之邁阿密市並未重視所致。

9月24日下午的大會開幕典禮上，除歷屆之會長與協會主要幹部外，還特別安排佛羅里達州州長，亦即是現任美國總統布希(G. W. Bush)之親弟弟蒞會致詞，演講趣味橫生，惟會中有不少黑人警察首長故意離席，州長致詞完畢後，又再返回原來的位子。筆者不知原因為何。此外，還邀請多位美國知名的刑事司法界的實務專家演講各項主題；其中還介紹籃球明星邁阿密熱火隊的主力球員－－俠客歐尼爾(Shark O’Neil)為特別貴賓，同時他也是警察，全體會員代表以他的表現為榮。

我國代表主要由警政教育單位派員共計七人出席，中央警察大學有校長蔡德輝、總務長鄧煌發，警政署則有副署長劉世林、航警局副局長等，此外法務部調查局局長葉盛茂也親自出席，總計我方派出12員代表出席，盛況空前。

當初在第108屆年會遭逢中國大陸暗自搞鬼，亟欲排除我國會籍之卑劣舉動，終被我國派出盛大之代表團，對於IACP之熱心支持舉動而告幻滅；此言獲IACP之前任會長Burger以及幾位重要幹部之證實。惟未來情勢如何演變？覬覦加入會籍之中國大陸之連串小動作，是當今外交部、警政署面臨之難題。
貳、參訪心得
本次會議主題除仍以反恐策略之相關議題外，已在前幾次之報告中述及，茲不再贅述。本校職司犯罪防治之幹部養成教育，且校長蔡德輝以及筆者之學術背景均係以犯罪學、犯罪預防、社區治安為主，故而就所蒐集到美國方面的資料與實地參訪心得，分成：家庭與犯罪、學校與犯罪、美國的少年幫派問題、美國的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少年犯罪預防取向，以及安全社區之具體作法等六項敘述如下：
(壹)家庭與犯罪
在今日，由於美國家庭正在變遷，主張非行和家庭生活間有關聯是重要的課題。大家庭過去曾經是很普遍的，如今則多為核心家庭(一個由父母及其子女組成的家庭結構，此小家庭的結構強調父母和兒童間的親密接觸)。由於父母和兒童間的親密接觸，這種家庭型態被形容為「感情的危險溫室」；也就是說由於和鄰近兒童的接觸，這些家庭仍會產生問題。

核心家庭正顯示離析的徵兆。因為許多教養兒童的義務都委由電視和生活提供者。但僅管這些變化，有些家庭仍能繼續發揮健全的功能，使兒童產生良好的適應力。有些家庭則在壓力、嚴厲苛責兒童的情形下瓦解。特別是當兒童虐待和疏忽成為家庭生活中的一部份時，真的有可能發生瓦解的現象。

一、美國家庭之變遷

過去所謂傳統家庭指的是，包括一個負擔家庭生計的男性，以及一個照料家庭生活的女性。如今這種家庭結構不再被認為是標準的。性別角色的改變創造出一個更平等的家庭結構，女性在經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約有四分之三有學齡兒童的母親被雇用，此種現象由1960年的40％上升到1970年的50％。這種經濟結構的改變可能反映在性別的轉變上。父親們現在在假日時花在兒童身上的時間較20年前多(2.3小時對1.8小時)，而女性們所花的時間則相差許少(3.3小時對3.0小時)。而有工作的男性和女性在他們假日時，花在兒童身上的時間較20年前大約多了1小時，平均女性約8小時，男性6小時。雖然他們花在兒童身上的時間較令人滿意的時間還少，但和20年前相較，已經有增加了。

(一)家庭結構

在美國兒童和父母同住的家庭，有了實質上的降低。只和母親同住的家庭數目在1970和2000年間，從3百萬增加到了1千萬，同時，只和父親同住的家庭數目也從39萬3千增加到2百萬。兒童和双親同住的比率則由1980年的76％降至今日的68％，同一時期，兒童只和双親之一同住的比率，從20％增加至27％。有23％的兒童和母親同住，4％的兒童和父親同住(5％的兒童都沒有和父母住在一起)。

家庭瓦解影響最大的是未成年的兒童。有超過一半的黑人兒童(51％)、27％的西班牙兒童、16％的非西班牙白人兒童，以及15％的亞洲兒童，住在只有母親的家庭裡。從1989年起，非裔美國兒童和双親同住的數目從64％降至35％；同一時期，和双親同住的白人兒童數目從90％降至74％。有40％的白人兒童及75％的非裔美國兒童在他們16歲之前，將經歷到父母分居或離婚，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兒童中許多人也將經歷到多種的家庭瓦解。

兒童和母親同住在一起的數目增加的一個原因是，有更多單身的女性曾經決定保有並扶養他們的小孩；約有30％的兒童是由未婚女性所生。雖然其出生率已經降低，每年仍有超過50萬的兒童是由青少年媽媽所生，約有20萬是由18歲以下的女孩所生。

(二)兒童照顧

照顧兒童且收費的是照護機關，其通常只有微薄的薪水。「家庭照護所」受到特別的關注，因為其通常是由一個人照顧3至9個兒童。有些國家對於這些私人的照護機關既不許可也不監控，甚至有些國家下令限制並審查這些照護機關，估計約有90％或更多的機構是「不合法的」。一個人照顧8個兒童是常有的，且是一項缺乏訓練和關注的不可能任務。

生活在家庭功能運作不佳的兒童，較有可能受到不充分的照顧，因為這些兒童通常在父母工作時，得花時間安排活動。根據研究每個禮拜約有3百50萬13歲以下的兒童在父母工作時，獨自在家。

(三)經濟壓力

家庭也會遭受經濟壓力。許多貧窮家庭住在不合標準的房屋，缺乏足夠的健康照護、營養或兒童照顧。這些家庭年收入在貧窮線以上，因此得不到政府的援助。近來政府認為社會的「安全網絡」受到攻擊，貧窮家庭在未來幾年，將可期待政府些微的援助。

經濟壓力在未來會減少嗎？老年人的數目正逐年增長。當人們退休，將使得更少的勞工負擔社會安全、醫療照顧等費用。這些費用將反映在家庭的經濟壓力上。選舉人對於公共基金分配的政見產生衝擊，而且老一輩的人因為擔心健康照顧費用，可能不願意花費稅金在兒童身上。

二、家庭對非行之影響

大多數的專家相信不良的家庭環境對非行有重大的影響。家庭教導兒童學習價值和態度，並引導他們生活中的行為。因此家庭瓦解或改變會對兒童產生長期的影響。

家庭功能障礙的四個要素，似乎促使非行的行為：因夫妻衝突或離異的家庭瓦解、家庭內成員之衝突、父母無法調解兒童行為和感情問題之疏忽、可能傳送不良行為給兒童之父母偏差。這些要素可能相互影響，例如，父母藥物濫用等偏差行為可能導致家庭衝突、兒童疏於管教以及婚姻破裂(如下圖)。現在就來談談與非行行為有關的家庭問題之明確類型。

(一)家庭瓦解

非行研究中一項長久以來最為爭論的是家庭中父母離異和非行行為間的關係。研究指出婚姻穩固的父母會產生安心和獨立的兒童。相反地，兒童成長在父母離異的家庭中，可能會有反社會行為的傾向。

許多專家主張，破碎家庭(因離婚或分居而導致父母中一人或二人缺席的家庭)是兒童違反法律行為重要的因素。這個假設是無需證明的，因為兒童初次的社會化是在家庭裡。任何一個有規則的家庭結構如產生分裂，都有可能對兒童產生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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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家庭對行為之影響
主張破碎家庭和非行有關聯是重要的，因為如果現有的潮流繼續的話，將只有少數的兒童在整個童年時期能繼續和他自己的父母同住。因為後生家庭，或所謂的複合式家庭(指因離婚或再婚所組成的核心家庭，其包含二個不同家庭的父母及他們各自的小孩)，都較擁有二個原生父母的家庭不安定，在孩童時期經歷二次或甚至三次家庭瓦解的兒童數目也將增多。

許多研究指出，曾經歷過家庭瓦解的兒童較家庭健全的兒童，更可能產生問題和過度活躍。家庭瓦解通常和衝突、敵對和攻擊有關，離異家庭的兒童疑似有鬆散的監督、微弱的依附以及對同儕壓力有高度的敏感性。而此，根據一項針對4000多名青少年的研究發現，愈常經歷家庭變遷的兒童，其愈常從事非行活動。

(二)家庭衝突

並非所有不愉快的婚姻最後都會以離婚收場；有些會以衝突的模式繼續存在。在許多美國家庭中，家庭內部衝突(一個充滿不和諧和衝突的家庭環境)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父母親衝突和非行間的關係建立在差不多40年前，研究發現兒童對其父母婚姻幸福的認知是非行的一項重大預測。當代研究也發現成長於功能不良的家庭中和目擊衝突或暴力的兒童，以後會展現出情感不安和行為上的問題。只目擊家庭內部暴力和確實遭受被害的兒童，二者在行為上似乎有些許的不同。事實上，一些研究指出目擊双親(母親)被虐待者比實際成為虐待目標者，較有可能構成非行的重大決定因素。

研究結果也支持家庭衝突、敵對和非行間的關係。在功能障礙的家庭中，青少年入監的相關報導增加。不能控制青少年行為的父母通常也是不遵守規定者，且對他們的小孩較不感興趣，也會表現出高度的敵視態度。

雖然親子關係的破壞和非行有關，但很難去評論這種關係。假設之前存在的家庭問題導致非行，但兒童在家庭中承受巨大的壓力而表現之行為可能是真的。易有衝突傾向的兒童可能也是使家庭關係動揺的原因。為避免兒童攻擊行為的擴大，父母可能屈服於小孩的要求。小孩因而學到會吵的小孩有糖吃的道理。

青少年不當的行為可能是家庭衝突的先驅，鬥爭導致青少年不當的行為，造成家庭壓力和非行，此乃永無止息的循環。

(三)家庭疏忽

許多專家相信兒童需要和父母有一個溫暖、受支持的關係。能以非壓制態度支持且有效監管兒童的父母，較有可能教導兒童避免非行。如果父母能培養兒童控制脾氣、規範他們自己行為的能力，並扮演整合兒童與家庭的角色，非行將會減少。

家庭生活品質和犯罪間的關係有許多型態。感覺和父母有阻隔且拒絕和他們討論重要事件的兒童，較有可能參與偏差的活動。許多例證顯示不良的親子關係導致兒童成為無家可歸者，且以偷竊和娼妓來謀生。兒童和家庭的親密關係在他們成為青少年且和同儕發展出更親密的關係時，就會降低。但大部份的專家相信，家庭在日後的生活中仍將持續影響青少年。

(四)家庭偏差

一些研究也發現父母偏差對非行行為有很重大的影響。父母偏差瓦解了家庭所扮演社會控制的角色。在一項青少年調查研究中指出，大多非行少年都有犯罪的父親。相較於37％有犯罪父親的非行少年，只有8％的非行少年沒有犯罪的父親。對於父母偏差，其暴力可能是基因遺傳的，欺凌兒童，使兒童又欺凌他人，而這些「第二代暴力者」，長大後又變成欺凌兒童的父親。

這種基因偏差的原因是不確定的。遺傳、環境、心理和教養的原因都有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一項支持基因論的發現指出，父親對兒童的過度活動如缺乏注意，此種狀況可能導致非行，且有5倍的可能從事非行活動。這種連結也許可以證明攻擊傾向是遺傳的。同樣的，研究其父親愛喝酒的兒童，他們非行的原因和遭受精神上的損傷有關。沉溺酒精的父母導致發展障礙的遺傳問題或受父母虐待的兒童，較有可能受到精神上的傷害。

其他犯罪的原因，如家庭生活的品質可能也是主因。犯罪父母最不可能和其小孩有密切關聯，而且研究證實暴力虐待或犯罪父母多使用粗魯和不一致的處罰，這是非行行為的一個因素。這種因素是由非行少年被捕後所陳述的。社會控制機關可能很快地在兒童身上貼上」非行者」的標籤。雖然有些人同意犯罪父母產生犯罪後代，但這種關係的明確特性卻是不得而知的。

三、兒童虐待和疏忽

虐待的法律定義有很多種，但幾乎所有的解釋都包含非意外的身體傷害、身體疏忽、精神虐待或疏忽、性虐待和抛棄等概念。

當虐待有確實的證據，多數的社會福利機構將設法涉入家庭進行義務治療。案件管理者將做定期追蹤確定是否治療計劃有持續。如果父母是不配合的或對孩子的危險是很大的以致他們必須從家中帶走，將在刑事、家庭，或少年法庭機構被提起控告。

國家介入的過程：雖然每個國家的處理過程大多不相同，但是一旦一個社會福利機構提出請求法院判決虐待或疏忽的控訴時，其大多會遵循一個相似的法律過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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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政府介入兒童虐待和疏忽案件之過程

四、虐待、疏忽和非行

由於虐待兒童的影響是長遠的，非行專家擔心受虐的兒童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將經歷精神和社會問題。例如，受虐者有遭受精神疾病的傾向，如分離的身分失調(DID)、以前以多種人格著名(MPD)；研究顯示，虐待兒童的存在在身分分離的失調上有大多數的歷史。

一個特別受矚目的部分是兒童自己個人以暴力的介入。心理學家認為虐待促使兒童使用攻擊作為解決問題手段並阻止他們對其他人感覺同情。其減少他們處理壓力的能力並使他們在文化上使用暴力。被虐待的兒童和同儕有較少的正面互動、是較不被喜歡，且可能干擾社會互動。虐待和非行間的關聯由許多犯罪學的理論支持。

重大且相當數量的資料認為，虐待在往後的歲月可能有一個重大的影響。在早期的生活暴露於虐待中，將提供暴力和反社會行為的基礎。非行行為是許多受虐兒童對他們父母敵視的行動表現。有些參與幫會，以團體支持的非行行動提供歸屬感並允許表達受壓抑的憤怒。

這些研究結果不一定意味，多數受虐兒童會成為非行少年。許多受虐兒童並沒有成為非行少年，並且有許多非行少年來自於模範家庭。雖然Widom發現，在她的群體研究中受虐兒比未受虐者較多成為非行少年，但在這兩個團體的大多數並沒有成為非行少年。
雖然這些研究認為虐待與非行間有關聯，但其他的發現認為此連結是無意義或不一致的(例如，對女孩的影響較男孩為大)。受虐的青少年似乎有較多的攻擊行為而非非行行為─其意味受虐兒童較可能逃避而非打鬥。一些研究員也認為如果在往後的生活中，虐待和反社會行為間有關聯，其連結乃是由虐待的本質和類型惡習而塑造。例如，研究顯示，性犯罪者有遭受性虐待的歷史，但性虐待可能和其他型態的犯罪無關；相反地，非性犯罪者的歷史中，身體虐待似乎是一項重大的變項。

五、家庭和非行之控制對策

因為家庭在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此改善家庭作用可能幫助預防少年非行。對於反社會青少年的家庭進行諮商工作是法院治療戰略的一部分。當兒童的異常行為被懷疑與家庭相關的問題如兒童虐待或疏忽有關時，家庭諮商和療法是需強制執行的。有些司法將家庭諮商服務和少年法庭整合在一起。
對於家庭中預防非行的其它方法是在問題發生前先予以處理。早期兒童時期預防計畫以風險中的青少年為目標，可免除與少年非行的一些連結症狀。受過訓練的護士和社會福利個別頻繁對家庭的訪視，有助於減少兒童虐待以及其它對幼兒的傷害。證據顯示，早期的介入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且以後的干預將使其變動過程更加困難。

貧窮家庭和少年非行是相關的。早期的理論認為破碎家庭是少年不當行為的一個原因，但是，隨後的一些研究得到一個結論，離婚、分居或父母死亡，實際上的影響力較之前想的還小。家庭離異和犯罪間的關聯仍是有爭議的，近來專家認為破碎家庭可能確實對少年非行有重大的影響。他們主張單親家庭很難提供和双親家庭一樣的紀律和支持。家庭生活的品質對小孩的行為也有很大的影響。研究已探究過處罰、父母不良行為和家庭和諧對少年非行的影響。

由於兒童虐待的廣泛報導，對於家庭生活和少年非行間的關注已逐漸提升。虐待和疏忽的案件在社會各階層被發現。據估計每年約有300萬的兒童虐待案件發生，而其中約有100萬是經過兒童福利調查員證實過的。有二個被認為是虐待的原因。首先，本身在兒童時期曾遭受虐待的父母，容易去虐待他們自己的小孩。其次，孤獨和疏遠的家庭易於成為虐待者。

許多的研究均把虐待和少年非行連結在一起。資料顯示出，青少年受到虐待和疏忽案件，法院判決數目的不成比例。雖然證據不明確，其仍認為兒童虐待和少年非行有重大關係。為了要使起訴案件更容易，最高法院將把某些案件使用視訊系統視為合法。許多政府同意兒童在法庭作證時使用修復娃娃。家庭的角色在少年非行的成因中有不同的預防成效。對於青少年反社會行為的案件常實施家庭諮商和治療。有些計畫乃是致力於兒童從事犯罪活動前來幫助他們。
(貳)學校與犯罪
學校在塑造美國兒童的價值觀與準則扮演著重大角色，相對於早期只有上流階層享有受正式教育的特權，美國國民義務教育系統將之變成一種法律上義務。和1890年只有7﹪學齡人口就學比較，目前有超過90﹪以上學齡人口在學。在早期美國農業時代，青少年必須分擔家中的工作，成年之後自然成為社會中勞力的一份子；今日青少年則早從3-4歲起開始在學校中度過許多時間。學校變成社會化最主要的場所------將社區和成人的影響力加入至青少年生活的基礎運輸管線。

青少年在學校教育花費更長的時間，因此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延長了，學生們經濟上依舊依賴家庭的支柱且未進入社會工作，從心智上及社會觀點來看他們並非成年人。現代成年人責任較早期世代來的晚，有些專家認為青少年時期的延長是造成這些無責任感、孩子氣、非理性偏差少年犯罪的因素。

一、校內偏差行為

20多年前聯邦政府首先注意到校園犯罪，發表一個學校體系的先鋒研究：「Violent Schools---Safe Schools」，這的調查發現雖然青少年僅有25﹪的時間待在學校中，卻有40﹪的搶劫及36﹪人身攻擊發生。最近有兩個研究強調以學校為場所所發生的犯罪：學校犯罪被害調查與校園物質濫用調查。

(一)學校犯罪被害調查
聯邦政府最新的學校犯害調查(2000)是由法務部與教育部所作，1999年12-18歲的學生有2百50萬在校被害者，在這其中有大約186000件嚴重暴力犯罪，像是強暴、性虐待、侵入竊盜、重傷等。另外在美國1998年1998七月1號到1999年六月30號期間有47件與校園有關的暴力死亡事件(包含38件殺人事件，33件涉及在學年齡的孩童)。
雖然這些數據看起來令人震驚，但在近幾年來非重大學生被害率已經降低8-10﹪，這個下降率最主要因為七-九年級的被害率下降。
表        1995-1999年 7-9年級被害率的下降

	七年級
	8-11﹪↓

	八年級
	8-11﹪↓

	九年級
	9-12﹪↓


然而有些型態的犯罪率依舊維持未下降，例如1993年-1999年間恐嚇與持械毀損學校公物在9-12年級的犯罪率中仍維持在7-8﹪。

學校犯罪下降而學校安全建築構想增加。12-18歲學生表示為自身安全不去的地方在1995-1999年已經有下降5-9﹪，另外有部分學生表示街頭幫派較少出現在校園中。

雖這些非重大犯罪下降的數據讓人鼓舞，但1999年12-18歲的學生有186000人在校犯下嚴重暴力案件並且有476000是在校外犯罪。近12個月來，約有7-8﹪的9-12年級學生被刀、槍、棍威脅恐嚇；在30天來約7﹪學生攜帶武器進入校園，因此學校犯罪率已經下降但仍是一個重大問題。

(二)校園槍擊

這國家被為數眾多校園最嚴重暴力槍擊死亡事件所震撼，這些事故也許不應該感到驚訝，因為學生已將攜帶武器進入學校視為平常且又沒有在校門口進行檢查，那些曾是被害人或是與會攜帶武器的同儕鬼混一起的學生是最有可能攜帶槍械來學校。

雖然這些重大致命的校園槍擊事件引起極大關注，然而並非單一個因素導致這些事故且無法預測誰會成為校園的狙殺者。社會科學家開始研究這些事件來了解他們的傾向與模式，最近一個研究是檢驗從1994七月1號年到1999年6月30號為止所有與校園有關的槍擊事件。

表     1994.7.1~1999.6.30與校園相關槍擊事件分析

	全部槍擊事件數
	220

	死亡人數
	253

單一被害者

202

二人以上被害

18



	殺人類型
	172

	自殺類型
	30

	殺人後自殺類型
	11

	正當防衛類型
	5

	無意走火類型
	2

	平均
	0.068/100,000(學生)


這研究發現多數槍擊事故發生在學期開學日、午餐時間或是學校放學時刻，這些槍擊事件多數加害人都有發生過恐嚇或是暴力行為，且曾表達自殺傾向或是被同儕暴力相對過，這些模式有天將會幫助學校辨識具有潛在風險的因子並迅速因應。    

美國特勤局在經評估41所學校中涉及槍擊事件的37位學生後已有一個學校槍擊與射手的檔案，他們發現多數的攻擊事件並非激於衝動之下發生而是事前經過詳細計畫；超過半數的都有超過兩個禮拜的醞釀與兩天以上的擬定計畫。

這些攻擊者心裡非常痛苦，因此他們必須做些奇怪的事情引起某人(學校當局、警方、同學)的注意，有個學生在槍擊事件發生前向超過20位同學預告他將會殺掉同學並放置炸彈。這些案件中有3/4以上用過威脅溝通方式預告，且有1/2案件有事前告知過一人以上；有些人知道細節，如哪個特定日子會發生特別的事情，但少於1/4的案件加害人有直接預告目標。

特勤局發現這些射手來自各形各色的背景，難以歸納這些具有風險的孩子如何發展出來的，這些11-21歲來自不同種族文化的背景：約有25﹪是少數族群，有些來自於原生家庭與鄰里關係緊密；有些來自破碎家庭長期的被忽略；有些是成績優異有些則是表現拙劣，這些射手不能認為他們個性孤立疏離，有些人受歡迎擁有許多朋友。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是因為精神錯亂所引起，然而藥物與酒精與校園暴力有些許關係。

 特勤局研究發現他們有許多人因為遭遇到暴力相對而感到沮喪或絕望，有3/4的人有自殺傾向或者曾嘗試過自殺，有六個人在殺害同學後自殺，最常見促使他們行為的動機是復仇，超過3/4有想像或是實際不滿的對象目標，2/3認為感到被迫害；超過3/4難以克服親密關係的改變或是喪失地位，多數射手在家裡有接觸過或擁有槍械。一個顯著的因素是：校園射手他們都是典型年輕男孩曾在校內遭受過欺凌。

(三)校園物質濫用調查
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中的CASA最近針對學生、家長、教師、校長等對於菸酒藥物的態度及其在校園裡出現的情形做了一個調查，有51﹪的中學生毒品問題越來越嚴重且是他們最關心的議題，毒品相關問題從1996年的72﹪上升到1998的78﹪，17歲的青少年只有23﹪宣稱他們學校沒有毒品出現，54﹪說近六個月酒類在派對中常見。CASA列出七種學校問題的跡象：抽煙、喝酒、毒品、武器、因毒品被開除、學生死於與毒品或是酒精相關的事故、學生在課堂上喝醉等七類。考量上列問題不難理解青少年、父母、教師及校長都贊成拒絕毒品進入校園，包括隨機抽查櫃子、忍無可忍政策、對學生運動員作藥物檢測，超過一半的學生(52﹪)與校長(53﹪)支持對全體學生作藥物檢測，相對於父母(42﹪)與老師(38﹪)的支持度。

二、與學校有關的法定權利

當教育當局企圖重建校內秩序，他們所為的措施往往對於法定權利保護不周而與法庭對立，美國最高法院已開始尋求學生公民自由權和學校依法受託提供安全合理教育環境之間的平衡點，有些案子法庭較支持學生；有些則支持教育當局，關於孩童與學校權利主要議題包含了義務就學、校內言論自由、校方懲戒權。

(一)義務就學

在美國義務就學法令已實施超過半世紀，兒童依法就學直到法定年齡(通常是16-17歲)，違反就學義務將會遭受控訴，孩童時常因情緒問題或是學習障礙而逃學，為了控制問題他們因此被帶入法庭程序，對這些人來說許多都是需要比法定年齡早離開學校比較好，另一方面，情緒有困擾或是不順從的孩子被迫離開學校體系，剝奪了他們的教育權利，不論這些孩童擁有教育權利是否明確，許多學校忽略了那些被分類為壞孩子或是偏差少年的問題學生。

在1925年最高法院判決公立學校不需要提供義務教育而教區學校是個合理的替代，直至1970年代法院確認州有設立義務教育的權利，之後1972年Wisconsin v. Yoder法院作出一個例外的宣示：安曼派文化能夠提供他們孩子適應安曼派成年社會的技能，因此當他們孩子完成八年級的學業後提早離開學校是合法，不論這決定說明了教育義務或只是單純的宗教自由，州在要求孩子義務就學的角色尚未確立。

(二)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授與與保障的，這權利在影響孩童在校權利分為兩個主要的分類，第一類涉及為人熟知不以實際上言談為表達方式的消極言論，舉例來說如攜帶臂環或是政治抗議的徽章，關於學生在校內消極言論最重要的判決為最高法院1969年Tinker v. Des Moines Independent Community School District所審理的案子，這案子涉及戴黑色臂環表達反對美越戰爭的權利，在該中學兩名16、17歲的學生被告知若以待黑色臂環來表達他們對於反戰的訴求將會遭到退學處分，結果他們仍然戴著臂環上學因而被退學，根據法庭的意見：合理適當的禁止行為必須有某些超過僅只是避免必須接受不受歡迎意見所帶來的不愉快感覺的價值，除非可以證明這個被禁止的行為會影響到學校的運作，否則將是不被接受的，在Tinker的案子中，法院說明學校當局並沒有證據證明戴臂環實質上會影響學校的運作或是侵害其他學生的權利。

這判決的重要性在於他確立了孩童在校內的言論自由權利，法官Abe Fortas陳述他的主要看法：青少年不能因為入學而剝奪其憲法上的權利。Tinker確立了兩件事情(1)孩童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被授與校內自由言論權(2)檢驗孩童的言論是否逾越自由的判定標準在於他們是否本質或實質上影響學校運作的規範。

與Tinker相關概念的案子是1986年Bethel School District No.403 v. Fraser，這案子裁決學校體系有權對使用淫穢猥褻言語或手勢的學生開除或是其他處罰，該名高中學生為了他朋友競選學生事務時所作的演講使用性暗示語言(演講內容請參閱原文，以避免失其原意)

法庭認為學校擁有權利控制破壞學校任務的淫穢及攻擊言論，法院畫出一條清楚界線區分Fraser的性暗示內容言論與Tinker屬於政治本質的臂環事件，認定充滿性暗示的言論影響學校將文明社會秩序共有的價值植入學生內在的任務。

在1988年Hazelwood School District v. Kuhlmeeier案子中，法庭擴大了學校審查積極言論的權利，裁定校長擁有學生出版刊物的文章審查權，該案件的學生發表有關個人的懷孕或是父母離婚經驗，陪審團認為該案的審查權是合法的，理由如下：因為學校主辦的刊物活動或是產品都是課程的一部分同時是用來增進知識的，控制學校主辦的活動與Tinker自發性的發起行動不同，法官William J. Brennan持異議，指責這是對偏袒學校的思想控制。

(三)學校宗教信仰問題
涉及言論自由意見最分歧的議題之一就是學校禱告，具有宗教信仰的管理者、父母、學生希望在學校有禱告儀式或是宗教聚會，有些人認為這是侵害到憲法第一修正案條款中反對創立國家所特許的宗教，在2000年Santa Fe High School District, Petitioner v. Jane Doe案子幫忙釐清這個議題。

早至1995年控制學生選舉事務委員會的神父透過學校廣播系統在整季大學足球聯賽每個比賽前撥放一段禱告，這個措施經過聯邦地方法庭質疑過，學校改變政策允許「」非要求「」在主場的比賽禱告由學生開始並帶領，地方法庭建立一個模式允許非宗教或是改變信仰的禱告政策，然而聯邦上訴法庭採取更嚴格的標準足球禱告政策是不合法的，這見解被最高法院所採納，認為像這樣鼓勵分裂宗教的體系並且威脅到不想參加宗教活動的學生由被選定的學生帶領禱告侵害對於少數意見者的權利。

儘管Santa Fe 的案子嚴厲限制公眾事務中學校允許的禱告，法庭並全然排除宗教在學校裡的角色，在2001年Good New Club v. Milford Central School案子，最高法院要求紐約偏遠地區學校應提供空間給國小兒童課後聖經班，法院認為：學校平常提供場地給其他非宗教社團卻拒絕提供給屬於宗教性質的社團是違反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條款，法院所採理由如下：該社團聚會是在課後非由學校主辦且開放給獲得父母許可的學生參加，這不會讓人覺得該社團是由學校所背書或是強迫學生參加該社團的活動，最後在2001年採取維吉尼亞法規指示再該州每個學校教室建立一個「安靜時刻」以便每個小學生可以選擇他們各自安靜活動的方式，不會影響阻礙到其他小學生的安靜活動，法官拒絕聽到幾位維吉尼亞認為安靜時刻的建立違反第一修正案的學生家長上訴。 

(四)校方懲戒權

許多州有允許公立學校教師使用體罰方式懲罰學生的立法，懲戒權是一個代理父母親的概念下賦予學校假定的父母責任，在兩個裁決中最高法院維持學校有體罰的權利，在Backer v. Owen案子，法院宣稱：我們維持著第四修正案父母擁有方式及處罰孩子的權利，然而國家在維持學校秩序上有對抗的權利，因此給予學校老師及官方足夠權利在課程適當過程中加以處罰。

1977年在Ingraham v. wright案中最高法庭再次針對學校體罰議題重申教師擁有體罰權，在該案中學生因處罰受傷，引起兩個法律問題(1)該案中教師的體罰是否異常嚴厲違反第八修正案，(2)第四修正案適當過程條款是否要求體罰前需先給予學生警告與陳訴機會，法院認為該案教師並未違反第八及第四修正案，即使該二名學生因體罰造成血腫受傷，最高法院仍認為沒有違反憲法，法院樹立了學校有合理標準的體罰權但卻未說明其合理體罰程度，法院清晰表達出態度:學校合理處罰範圍決不比父母所擁有的體罰權受限制，現在有24個州依然使用體罰。

其他議題學生法律權利包括了涉及受審問時的合法訴訟權利、施行體罰及遭受到退學時。當學校員工詢問學生時不需要告知學生他所擁有的緘默權，然而當學校安全警衛、駐校警官及公共警官訊問學生時則需要告知學生其憲法上的權利，在體罰領域Becker的案子樹立適當程序即在體罰學生之前需要先告知他有被處罰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該案子要求需有證人來監督這個體罰並允許學生及家長得知處罰的原因。

關於停學與休學的部分，最高法院1976年Goss v. Lopez案子裁決當學生受到10天以上的停學處分需要給予一個聆聽陳述的機會，這權利不包含辯護或是面對盤問證人，法庭在Goss案主張合法適當程序將在一個個各案中建立起來，亦即每個各案將呈現他們各自的事實及各自的合理訴訟程序要素。

總而言之，學校有權體罰學生，但是學生也有權對抗不合理過分任意的處罰。

(五)隱私權

學生在校是否保有隱私權或者他們可以被學校老師或是有關當局搜索、檢測或是詢問呢?他們在校成績是私人的還是公開的紀錄呢?這些議題將之後探討。

個人隱私權  最主要的議題就是學校官方搜索在校學生及他們持有物的權利，學校中的毒品濫用、偷竊、強暴行為、毆打及種族衝突日漸增加，學校有必要對於麻煩製造者採取行動，學校當局詢問有公學生非法活動、搜索學生或是持有物並將嫌疑行為回報給警方。

1984年New Jersey v. T.L.O.案件最高法院將「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理搜索及沒收是否同時適用在校方與警方」這個反覆討論的問題做個清楚的回應，再該案中法庭認為學生事實上有憲法上防衛不當非法搜索的權利，然而學校不像法律強制部門般受限制，警方需要有合理懷疑具有可能性的情況底下才可以進行搜索，但是校方只要當他們認為學生有違法或是違犯校規的行為時就可以合法搜索，創立這個區別在於法院認為學校有必要提供一個教育環境及維護學生安全。

在這個案件中留下一個疑問就是教師或是其他學校官員可否搜索櫃子或是桌子?在這部分法律留給各州自行做決定，各個地方法庭可以創立各自的標準，有些州允所教師有自由打開學生櫃子或是桌子的權利。

1.藥物檢驗
另外一個備受批評的議題就是學生的藥物檢驗，1995年最高法院擴大學校當局對學生運動員合法使用隨機藥物檢測政策，在Vernonia School District 47J v. Acton案子中最高法院擴大學校權力確保安全學習環境。

這個案子判決的結果，學校可能採用學校安全計畫例如藥物檢測過程只要合於合理檢驗的政策就可以，在Vernonia之後可能帶來對全國公立學校一場無嫌疑檢驗措施的大洪水，金屬檢測過程、緝毒犬的使用及隨機櫃子搜索將更容易合於法律程序，儘管法院強加對於兒童憲法的保護，最高法院維持對學生運動員進行隨機無嫌疑的檢測，仍讓學校更進一步去進行搜索，根據這個判決可知道毒品使用對於公共安全具有威脅同時孩童有權接受正派安全的教育。

2.學業隱私
學生擁有權力期望他們的紀錄保持隱密的，雖然國家立法對於少年法庭紀錄是公開的，但是在1974年聯邦法「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限制學生教育紀錄的未經父母同意而公開，這個法案定義的教育紀律包含所有紀錄、檔案及其他物件例如：相片、學校機構保有關於學生的相關資訊，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改善美國學校法案，允許學校在下列情形可以公開教育資料(1)國會授權公開，(2)少年法庭的公開，(3)公開是關於法庭系統對學生預審的能力，(4)州或是當地官員確立該機構或是個人同意公開給少年法庭以外之第三人。

三、少年犯罪控制政策中學校扮演之角色

被批評者是為過度守舊落伍的美國學校能夠擔任預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角色嗎?有些專家主張如果學校是幫助學生實現他們的潛能，那麼青少年生命的重大改變不可能僅因為學校有改變，整個社會跟經濟結構都需要改變才有可能，有些建議也許用小學校以低師生比來創造一個積極學習環境，非正式教室結構，個人化自我步調學習方式是一個解決答案，然而這些計畫提升了學業表現降低偏差行為，但是評估結果發現改變計畫在偏差行為成效很少。

有個危險同時也存在著，當學校改善教學經驗的壓力會製造未預見的教職員問題，例如有老師因鼓勵學生作弊或提供答案而遭起訴，改善學生能力測驗表現的壓力是造成教職員詐欺的原因。

教育官員設立許多計畫使學校成為更有效預防偏差行為的場所，最普遍的措施如下:

(一)認識:提升學生了解毒品及偏差行為的危險；
(二)情緒:改善學生自我形象及有價值感，提供社會資源拒絕反社會行為；
(三)行為:利用技術訓練學生拒絕同儕壓力；
(四)環境:建立學校管理及紀律的計畫，遏阻犯罪念頭；
(五)治療:對於已出現明顯問題的青少年進行處遇。
數年來犯罪學者企圖解釋學校和偏差行為的關係，雖然沒有清楚的因果關係建立，但研究對於非行少年偏差行為和他們在教育體系下的經歷已有清晰的觀點。當代少年因教育在社會及經濟層面上有著越來越具有決定性因素，而延長了他們在學期間，學校機構是主要社會化的場所之一，同時也被認為這個角色勢必影響在學孩童所有的偏差行。

宣稱學校和偏差行為有因果關係者引用兩個主要因素(1)學業挫折:缺乏興趣、被標籤或是因分班造成班級衝突，(2)來自教育經驗的疏離:起因來自於無人性化的學校，傳統上將學生當作被動角色，學生在學習中領悟不到與未來生活有關的事物。學生在校的不正行為犯為從輕微違反校規到嚴重犯罪行為如毆打、侵入竊盜、縱火、藥物濫用及破壞學校公物。

不滿學習經驗常常是通往更嚴重型態犯罪的梯子，不論在校外或是校內的犯罪行為，有些不滿的學生選擇休學，在研究顯示中輟生犯罪在他們選擇休學後達到法定年齡急速下降。學校當局企圖消減校園犯罪和預防偏差行為措施有安全巡邏隊、電子監視、教師訓練，同時課程需有重大修改使學生學習經驗更加有意義。

(參)美國的少年幫派問題
今日在研究中的一些非行議題是比那些違法幫派及團體所呈現的問題更重要。有些幫派是由鄰近地區的青少年鬆散組成的，其他則是擁有數千名成員參與的複雜非法企業。在國家都市內貧民區的毒品分佈，絕大多數都是由幫派所控制的﹔幫派暴力每年都犯下數百件的殺人案件。政治人物已致力於增加對「小怪獸」的懲罰。來拯救墮落的天使或者是受幫派份子威脅的被害青少年。

社會福利及執法團體已經專心致力於抑制幫派及減少犯罪活動研究範圍由專從處遇導向的安置住宅到部署幫派控制單位，幫派控制為一困難問題：幫派活躍在內城區提供下階層青少年一些傳統上的機會。成員抵抗那些無法提供正常經濟期望的幫助。所幫派成員即易於被逮捕、起訴及監禁，一些新進成員總是準備的要代替他們。墮落同伴、那些被監禁的人，一被釋被後，他們之前的幫派會非常希望他們回來。

同儕團體在成長過程是一重要面向，一些研究者，像是Judith Rich Harris相信同儕對於青少年有強大的影響力，且施壓使他們符合團體的價值觀；在發展長期的行為上，同儕會比父母之養育有更大的影響，同儕指導及幫助青少學習分享及互助。

一、同儕關係及非行

研究學者長期以來皆在爭論同儕團體的互動及非行之間的正確關係。研究顯示同儕團體的關係跟非行行為間有緊密聯繫，被記錄為不成熟或緊張同儕關係及覺得自己在異性中不受歡迎的兒童，比較容易有非行。大量的實證資料顯示青少年愈對非行朋友忠誠，歸屬於幫派及有「壞朋友」的人，比較容易犯罪及使用暴力。文獻回顧顯示非行傾向於在小團體中發生而非單獨個人，此過程稱「團體犯罪」，此團體過程在家庭成員中也相同，當兄弟間年齡相近也較易相互攻擊。

非行團體傾向於較小型及短暫的，兒童通常屬於多種非行的團體或派系，且發展一個非行夥伴的延展性網路，多元的成員關係是需要的，因為非行團體傾向「專研」各種不同型態的非行。團體角色可多變：一個青少年在某個團體為領導者，在另個團體可能為追隨者。

實證資料所指出的重要性，青少年對非行朋友愈忠誠愈歸屬於幫派，有「壞夥伴」，及其他涉入偏差同儕的原因時，最有可能去犯罪。

研究顯示非行少年及一般少年實際上有著類似的友誼模式。然而在兩者之間還是有些不同：前者比後者指出更多跟朋友間的衝突，更多妒忌及競爭的情感，且不意外的，更多斷然表示面對問題的忠誠。這些發現支持非行團體關係在他們的生活形態扮演很重要角色的論點，且跟初期違法者是單獨沒有同儕支技之觀點相反。

比較關係研究已可在使用毒品的男性青少年間關係的研究中發現。這些發現似乎反駁控制理論的模式。他們認為非行少年是孤獨且跟同儕分離，而支持結構理論的觀點認為非行少年形成親密團結的同儕團體支持他們的行為。

二、少年幫派

當青少年通往青春期，他們被可提供支持、保證、保護及方向的派系團體吸引。在一些情形中，同儕提供反社會活動包含犯罪及藥物濫用，社會上及情感上的支持，在這個情況下，小團體即轉變成幫派。

雖然少年幫派有時視為美國的特殊現象，但其在英國、德國、義大利、紐西蘭、澳洲或其他國家也有被報導。幫派並非最近的現象，在17世紀，倫敦被組織幫派實施恐怖統治，他們稱自己為「作威作福的人」、「吹噓者」、「壞男孩」或其他各式各樣的名稱。

思考到幫派在暴力犯罪及毒品活動中所扮演的可能角色，就不會驚訝它們最近已成大量研究的主要目標。究竟美國到底有多少的幫派，還有它們到底有多少人？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聯邦政府贊助，一個年度全國幫派份子估算。最近一次2000年估算中指出不良青少年在幫派中的比率已持穩定從1996年的53%已經減少到40%。

雖然傳出這些令人鼓舞的訊息，但是在美國的幫派仍然巨大的存在著。在全國性的調查中，估算出超過245000個幫派仍然持續活動，這些幫派包含了約772500個幫派份子。雖然由全國性的統計數字得知幫派數目有些許的減少，但是幫派成員的數目仍然是維持不變的，或許是因為青少年們待在幫派裡已有一段時間而且他們在幫派裡的角色已經被他們所壯大、增強。

三、當代的幫派

這個國家中有數千個幫派正以數以百計、千計的人數在持續運作。但是幫派仍然不能被與ㄧ致或是同種類的社會觀念等質視之。幫派因活動、結構、位置、領導風格和年紀而不同。底下的幾個部分是試著描述出這些顯著特性和這些異質的社會觀念。

(一)幫派名稱

早期幫派形成時，取名的方式是以它們的地區為名，因為這是他們開始從事幫派活動的地點，在1960年代時，在部分的城市裡，幫派的分支已經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普遍，所以幫派會用一個與一般幫名不同的名字來當作幫名。自1980年代起，幫派之間開始結盟。在洛杉磯的最顯著的兩個幫派Crips和Bloods也開始往外擴張。在115個城市中超過1.100個幫派是以Crips和Bloods為名的，以地區為名反映出城市的鄰近區域。

(二)幫派種類
幫派可以依他們的活動來分門別類。有一些專門從事暴力行為及保護他們的地盤或領域，有一些則是偷竊或是販毒。

在Richord Cloward和Ioyd Ohlin早期的研究中指出可以藉由幫派特殊的暴力行為而得以辯認幫派。其它的則是退縮者,這些成員致力於物質濫用和黑幫活動。第三種情形的黑幫，主要是以犯罪獲得利益。這已經變得很難去分辯這三種黑幫類型。因為，有如此多的黑幫成員在這三種黑幫類型中。但是專家們仍然試著去發現一般多數的幫派，藉著他們習慣性、顯著性的社團活動(黑幫活動)而描寫出其特性。

(三)幫派場所的移動

 近年來，人們大量移出市中心進入社區外圍及市郊。這些人大多來自上流社會或中產階級，但低收入戶也有被影響。在一些都市中，曾經流行的外圍鄰近場所已衰弱，市中心區域經歷了發展性的都市復興。紐約、芝加哥等主要都市的內城區域已變成致力於金融、零售商店、餐廳、娛樂。此種發展的兩個方案抑制了幫派的形成：
1.這裡很少住宅區因此欠缺募集新血的管道；
2.這裡為警察加強巡邏之地。

在某些區域像是邁阿密及波士頓，幫派位置已由市中心轉移到都市外圍，環形或市郊等區域---那是之前中產階級所在區域，而現今已腐敗。一些中型都市現因受限於大都市而只有幾年幫派型態。

(四)遷徒

	區域
	比例

	鄉下
	34%

	小都市
	27%

	市郊
	20%

	大都市
	17%(所佔比例最少)


幫派的移動也可幫助計算幫派活動在國家的成長。「國家調查研究」估計18%的幫派成員是由其他轄區遷移而來的。由此顯示出幫派成員流動方式依可供人居住區由多到少分佈，不意外的，執法單位報告在1990年代因青少年從市中心移出，在大型都市外圍出現幫派分子。

美國約700個都市在過去年低，經歷某些型式的幫派遷徙。幫派分子遷移最一般的動力即是社會生活原因︰他們家庭的重新安置；他們去跟親戚住在一起。其他的則有特殊的犯罪目的，像是擴展毒品買賣及市場等。雖然幫派認同的維持是重要的，但有一些移居者，捨棄過去的聯繫加入當地的幫派，當幫派遷移仍然是個嚴重的問題，大部分的都市在這遷移之前即有地方幫派，且無論有無遷移大部份都可能有幫派問題。移居者的數量在幫派人口中所佔比例是相對較小的，大部分的幫派是「在地成長」支持此主張。

四、幫派暴力

研究顯示幫派暴力是衝動且情緒化的因此發生的很突然，它常是隨著保護幫派或幫派成員名聲而來。衝突通常不是全市的而是在擴張及保護領域的激烈競爭時期，發生在某些特殊鄰近區域。暴力時常以領域爭論的形式發生。最危險的地區即是沿著「毒品熱點」即為領域熱點。

因為幫派少年的工作本質即為暴力，他們常常是重裝備，危險的，比非幫派分子更暴力。不意外的，全國逮捕人數調查發現，自稱為幫派分子的半數攜有槍枝。暴力是幫派的形成及生命的核心要素。這是幫派能由一地區散佈至另一區的原因。幫派少年有良好的裝備及小心機警，不意外他們會比非幫派少年面臨更多失去生命的意外。

那些幫派成員更有可能攜帶武器及擁有同儕(同樣是幫派分子。) Rochester的研究資料「幫派少年及槍枝」被用來分析一個重要問題：幫派吸收帶槍少年為新進成員嗎？或加入幫派的成員即開始需要攜帶武器嗎？

(一)非裔美國幫派

第一個非裔黑幫的組織化是在1920年代，它們主要是以一般街頭的犯罪活動為主。因為在他們的地盤上少有競爭組織，所以他們可以專注於非法犯罪行為上，而不用分心去悍衛自己的勢力範圍。到了1930年代時，競爭幫派大量的增加，使得城市裡的幫派戰爭變得屨見不鮮。

在洛杉磯裡，今日的熱門幫派活動地點，1920年代第一個黑人幫派是Boozies，它是以一個會提供他們成員權力為名。這個幫派幾乎都是在城市裡活動為主，直到1930年代，當競爭對手開始挑戰它們的獨占型犯罪。在後來的20年裡，有一部分的黑人幫派如Businessmen，Home street，Slauson，和neighborhood，顯露出和遇見不同的犯罪成功等級。

在芝加哥，Blackstone Rangers 的領導人Jeff Foft和其它的夥伴都被起訴和入獄時，它們統治非法活動自1960年代至1990年代初，已將近25年。

Black Ganster Disciples是Ranger的主要競爭對手，現在則是芝加哥的主要幫派。當多數街頭幫派因不夠組織化而不能成為穩定的犯罪團體。Ganster Disciples則是有結構、活躍的，和類似於傳統犯罪組織如黑手黨的內部關係。

非裔幫派的成員，特別是在洛杉磯，有著獨一無二的行為特微。他們藉著行為的特性而經常使用綽號去辯認彼此。雖然電視常出現幫派份子的通常穿著特別的服裝、夾克。但是幫派成員通常較喜歡不起眼的服裝以避免吸引警察的仔細盤查。畢竟，例行性的警察搜尋工作可以找出麻醉劑或是武器出來。然後幫派中的年青人確實喜歡經常使用特異的髮型、外型。或者是其它辮條，讓他們看起來更像他們幫派裡的頭頭。剌青也是普遍性的一種模式，幫派成員通常會穿著一種有顏色的披巾或者是一種破布以確認他們是幫派的成員之一。在洛杉磯裡，Crips用藍色或是黑色的破布，而Bloods則通常是用紅色的。

通常非裔幫派成員會以特殊塗鴉的方式來標明他們的勢力範圍。通常這些標誌都非精密而是粗糙的。他們會畫出如：槍、錢的模樣、瀆神的言語來宣示他們特殊的勢力範圍。

(二)西班牙裔幫派

拉丁裔或是西班牙語居民所組合成的幫派並不是最近才有的。好鬥的男性青年團體自19世紀就已經存在於洛杉磯的墨西哥社區裡了。早期西班語裔的幫派是由那些較注重運動和社交活動而勝過於犯罪行為的年輕的勞工所組成。今天這些幫派則是由那些種族可以追溯是西語系文化的孩子們所組成。他們以對幫派熱誠的忠誠度著名。即使今天他們搬到另一個社區，而那個社區有競爭對手存在亦同。進入幫派的入會儀式中通常需要男孩子表現出他們無畏、雄糾糾的男子傲氣、男子氣概。和同伴的處事規則則是絕不成為叛徒或即使是競爭對手，即使面臨死亡或是入獄的威脅，絕不背叛他們的榮譽感。

拉丁、西班牙裔的幫派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它們因為藉著自墨西哥、拉丁、南美洲不斷的移民潮而能維持下去。每一次的新移民潮安定下來後，總是會製造出新生拉丁裔孩子。這些年青人常自認是被社會邊緣化的。而這種社會邊縁化的次文化有自己的俚語、衣服裝飾、風格和價值觀。社會邊縁化的次文化高度重視友情。而怪罪家人或大家庭對於同儕的關係。在這個文化裡有一個重要的面向是西語裔的青少年為了讓同儕和競爭對手印象深刻，所以會特別去證明自己有雄糾糾的男子傲氣、男子氣概，或是以比別人會喝酒、心智、攻擊力及性能力比別人強。

在某些地區，例如邁阿密、西班牙語裔幫派的組織型態是堅固的領導地位、有明確的領導階層的。然而，在加州南部地區，那裡有著最大的西班牙語裔幫派，至是他們的領導者卻是流動的。在有危機的時候，那些有專門性技巧的人就必須依其情境基礎而從事命令。

在1940年代時，「pachuco」風穈了整個拉丁裔團體；它的擁護者所表現出來的是以特別的服裝而且講的一口獨特的拉丁腔美語俚語。一件廣為流傳的命案和一些黑幫勢力範圍的騷擾使得「pachuco」變成類似於「鼠類」的代名詞。雖然這些zoot suiters(其實它們可以和現在的重金屬音樂文化類似)並不是幫派份子或是涉入犯罪行為，但是媒體聚焦後所給予他們的壓力卻讓他們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而一個刻版印象也由此而生。西班牙語裔的非行少年仍然以他們特殊的衣物模式聞名。另一個普遍的頭巾則是「不足的帽緣」美式軟呢帽或是有著穿戴者名字和幫派成員的棒球帽，這些標記通常寫在帽子的內側處。

幫派成員也宣稱他們吸收的成員是藉著由色彩鮮豔和紛亂的塗鴉來界定勢力範圍。    西班牙語裔幫派對於權力、勢力範圍有強烈的領域感，他們會以很多的暴力行為來直接抵抗任何會威脅他們控制範圍的事物。

(三)亞裔幫派

亞裔幫派主要是以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休士頓顯得居多。這些早期的幫派，如：華青幫，它是在19世紀時由當時的年輕的中國青少年和成年人犯罪團體所組合而成。在1960年代時，舊金山形成了另外兩個幫派，分別是The Joe Boys和Yu Li，在美國主要的城市裡，這兩個幫派伴隨著華青幫，持續運作中。在1977年時，在舊金山的金龍餐廳裡發生了槍戰，這次槍戰造成了5人死亡，11人受傷，此次事件受到全國的矚目。

陳國霖在他的一個重要的研究中，描寫出今日中國青少年幫派中的內部分工。他發現這些幫派有著獨一無二的性質，例如：它們(華裔幫派)所依賴的資本是藉著由中國社區裡強索來的保護費，而得到保護費後又投資這些錢在合法的生意公司裡。

除了華裔幫派外，Samoan幫派幾乎是由Samoan的孩子組合而成，它們大都在西岸活動。當越南裔幫派影響力幾已覆蓋洛杉磯、紐約和波士頓。James Diego Vigil和Steve Chong Yun研究指出越南裔幫派的組成原因是依賴於幾個外部所可以看到的因素如：種族岐視、經濟問題、和在學校的挫折感或種種的內部問題如：家庭壓力、或是達不到其它亞裔人士所能達到的成功境界而產生的失敗感。亞裔幫派傾向於犧牲來自他們自己的種族成員，因為團體的團結一致和對外在權力的懷疑，他們的活動很少被知道。

(四)美國幫派

美國本身首次黑幫的組成是由歐洲移民至美洲大陸時的愛爾蘭和義大利移民時的白人種族青少年所組合成的。在1950年代時，這些白人種族類型的青少年幫派通常要與非裔、西班牙語裔的幫派在許多大城市裡互相競爭。

今天，英語裔幫派的幫派活動是很平常的，特別是在小鎮裡。在英國，這些青少年通常是來自他們的經濟水準是較低的家庭所生的兒子、女兒。他們通常玩得很瘋、並且把頭髮染色、並且將頭髮剪得像摩霍克族一樣，並且穿著軍服、戴鐵十字架耳環，且且穿著有高高的鞋跟的軍靴。他們的理念是反建設，並且他們對外國移民者直感憤怒，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搶走了他們的工作。

搖滾樂團的音樂、達觀、生活方式激勵了不同白人幫派的組合方式。然後，不像英國，美國白人幫派成員通常來自中等家庭的青少年，而不是那些脫離社會主流的貧窮家庭的青少年。另外一個白人的不同幫派是於撒旦儀式而且藉著一些超自然的議題或是自殺、儀式上的殺戮、使動物傷害等等的儀式使人感到困擾。這種類型幫派的成員被這些撒旦的崇拜模式、他們身上的剌青圖樣、或為了儀式而從身上把血弄出來等等的活動感到深深著迷。

然而全國性的調查資料中並沒有顯示出英語裔幫派活動的增加數。但是在一項最最近的研究中指出在11個城市裡中的42所學校裡的6000青少年中約有25%的白人自陳是幫派分子，一個遠比國家調查中所知來的較高的數字。

五、控制幫派活動

兩個基本被用來控制幫派的方法：第一、涉及地方犯罪司法機構的優先目標選定。第二、透過多樣化的社會服務努力。這兩個方法會在接下來的部份討論 ：

(一)執法機關的成效

近幾年幫派控制通常留給地方警察部門。幫派控制通常採取的三個形式：

1.青少年服務計畫：通常由傳統警察單位負責青少年的單位負責幫派控制，很少有專責單位負責幫派控制的工作。

2.幫派的細節：通常是由少年或偵查單位指派ㄧ或多位警官負責幫派控制工作。

3.幫派單位：通常由ㄧ至多位警官被指派獨力處理幫派控制工作。

國家評估發現在調查中的七十二個警察單位裡面，有五十三個單位是含有分開的幫派控制單位。他們包含有像是青少年幫派進行以及幫派領導人資料蒐集；預防成效類似干預計畫；執行成效，抑制犯罪活動和逮捕有犯罪的份子和追蹤調查其他涉及其他犯罪的幫派份子。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這些單位有特別的部門做幫派控制的訓練課程，百分之七十三的有特殊警力專門處理幫派青少年，以及百分之六十二有專為幫派活動設計的特殊法律。

在這些單位當中，芝加哥警察部門是一個好的例子，他們有四百名警力在幫派犯罪部門，其中包含幫派問題的情報部門和處理幫派問題的訓練。透過幫派目標鎖定計畫辦認出幫派份子成員及在有青少年被逮捕的情形下可藉由將名字輸入電腦銀行內警示逮捕單位。一些部門也發起ㄧ般可以幫助控制幫派活動的預防計畫，包含校園演講、警校聯繫、資訊公佈、再造計畫和提供諮詢、協助雙親、社區組織等社工的活動。

ㄧ些警察部門投入在幫派瓦解活動，這時警察會將焦點集中在幫派領導者和特別的成效，也就是儘可能的逮捕、起訴、定罪這些幫派份子。例如洛杉磯警察執行密集性的反幫派掃蕩，當時有超過一千名警力投入街頭大規模進行搜捕幫派青少年。警察說掃蕩是為了讓幫派份子知道街道是屬於誰的，而且也讓鄰近居民知道警察有在關心這件事。除了這些努力外，警察單位反映在幫派與青少年問題似乎顯得有些片段。即使是在洛杉磯，幫派份子和暴力犯罪仍然高居不下。少數一些部門有如何處理青少年問題的政策和方法，而且有很多沒有提供幫派控制的相關訓練。

幫派掃蕩和其他傳統警察策略似乎無法因應現今的藥物幫派份子。將這些幫派視為組織犯罪集團以及以用處理傳統組織犯罪家庭的方式來處裡似乎是較恰當的方式。透過下列方式較為有效方式：第一透過犯罪起訴、付費和證人保護的計畫來建立線民。第二、透過嚴厲的電子監控和長期的秘密調查。第三、使用特別的法令創造對於同謀、敲詐或涉及犯罪事業的不利條件。當然，如此的政策是昂貴而且難以實行，因為他們要對抗的是世故的幫派。然而對於現在都市生活是很大威脅的幫派或許對更多強度的警察努力會是合適的標的物。此外，正如由被分配到維持地方社區和平的警察所實行社區警政策略，它或許更能有效得到地區的支持與資訊來反制幫派的影響力。政策與實例「」波士頓青少年暴力打擊力量「」描述眾多警察發起的幫派控制成效的其中一例。

(二)社區控制成效

除了執法機關的活動外，也有許多社區為基礎的幫派控制成效，有些是包含對幫派成員的社會介入成效。在這些計畫當中社會福利專家對高危險群的青少年提供直接的協助。這不是一個新的開始，在十九世紀末YMCA社工就曾與芝加哥的幫派青少年一起工作過。在幫派活動盛行的1950年代，獨立的街頭社會工作者計劃就在幫派活動的中心被發展出來。這個獨特的方式是將社工送進社區，在他們活動的範圍內與幫派份子一起工作。社工使他或她自己與幫派份子有所聯繫、參與他們的活動，並認識他們的成員。目的是在於成為青少年的支持者，並提供他們正面的角色模範，幫助他們將他們的活動定位一個正面的方向，並幫他解決他們的個人問題。

在1950與1960年代獨立的街頭工作者計畫被認為是有信心擾亂幫派活動。雖然它在將他們轉入社區機構以幫助合法化偏差群體方面的成效不被肯定。部分批評認為獨立的街頭工作者反而幫助維護了團體的團結，而且反倒吸引了新的成員到幫派內。

時至今日有很大量的社區層次的計畫設計去限制幫派活動。例如在Mountlake Terrace的中立區、西雅圖的華盛頓區開放傍晚再造區提供受監督的活動當作街道生活的轉換。在部分區域整個城市的對等團體幫助提升幫派控制成效。例如芝加哥干預網絡，利用一些圍繞在低收入高犯罪率的田園的辦公室，來提供各樣的服務包括社區警戒、親屬巡邏、另類的青少年活動和家庭支持成效。

部分社區成效與青少年司法機關是相互配合的。在洛杉磯鄉村幫派另擇的預防計畫，對因微罪正在受保護管束的高風險的青少年提供強烈的監督。GAPP的服務包含個體與團體的諮詢、雙文化、雙語的服務，不只提供社區內的青少年，還包含他們的雙親及特別的計畫。例如私人教師或親職訓練、職業發展及再造教育及文化的經驗。

(三)為何幫派控制是困難的？
以大量都市為基礎的機會計畫時代，通常因為面臨預算的短缺與經濟的困境。專家提出由於缺乏合法經濟計畫的，對欠缺技能的青少年創造了一個強而有力的誘因去從事不法的犯罪行為，要減少幫派問題，成千上萬的高報酬工作是必要的。經濟上的機會或許能提供實際的成效，因為根據幫派青少年的調查顯示，如果有他們有教育或職業的機會存在，他們或許就會離開幫派。

這個解決方式似乎沒有如此可行或可能。越多的青少年進入犯罪行業中，他們越難去發現有意義的成人工作。對幫派青少年來說，突然變成高所得的專家是很難的。一個有可能的合理與有效的另類選擇則是投入許多可用的資源於最惡化的都市區域，即使是它是需要從群體抽出原本政府要投入於其他社會福利的經費例如老年人的資金。

雖然幫派問題的社會解決方案似乎不是如此明顯有效，但是證據顯示幫派參雜有社會環境現象，而且必須要如此處理。生活在敗壞地區的兒童因無法藉由現存的社會機構去滿足他們的經濟問題與自我滿足，所以當幫派份子到學校或家裡去招募他們時，他們很容易就會參加幫派。社會問題需要有其解決方案。加強青少年在校或在家的生活計畫都會是減少幫派偏差行為的重要方式。

(肆)美國的青少年藥物濫用問題
無疑的,青少年物質濫用以及伴隨的少年犯罪問題是個擾人的問題。在美洲的每個城鎮、鄉村、都市都面對著青少年物質濫用的問題。自我報告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高年級生曾嘗試過毒品,超過80% 使用酒精類。那些處於高度危險性毒品濫用的青少年來自於貧窮社區並經歷一連串的問題,這些問題包含著學校上的失落,家庭衝突。犯罪與毒品濫用同樣的麻煩。研究指出在某些城市被逮捕的青少年中有超過半數的青少年測出有古柯鹼的陽性反應。自我報告指出藥物濫用者比不濫用者更傾向變成少年犯罪者。藥物使用及犯罪使青少年物質濫用變成國際性的關切點。美國的青少年物質濫用問題,以概括小孩與青少年使用的毒品藥物種類,以及使用的頻率。隨後再討論誰使用藥物( 毒品)然後什麼導致物質濫用。在描述關於藥物濫用跟青少年行為的關連後,章節結論了美洲對藥物( 毒品)使用所做的努力。

一、經常濫用的藥物

許多被視為藥物的物質被青少年使用。有些是有癮性的,有些則沒有。有些會產生幻覺,有的會恍惚,有的會突然情緒高漲。這段落指出最常用的物質以及它的影響,所有的藥物都有可能被濫用,因為它們所呈現的危險所以被禁止私人用途。在醫生的監督下,有些是合法可以取得,有些是孩童禁止但成人可以使用。

(一)Marijuana and Hashish (大麻提煉出可供吸食或咀嚼的麻醉藥品)

通常被稱做pot大麻煙或grass大麻，大麻從Cannabis sativa葉子被製造出來。Hashish是大麻的濃縮型態，從雌蕊植物的純樹脂中製造出來。大麻和Hashish的主要成分是THC，是一種溫和的幻覺劑。大麻是被青少年最廣泛使用的藥物。吸食大量的大麻會導致聽覺和視覺感知能力的扭曲，甚至產生幻覺的結果。少數藥劑初期會產生興奮，而後被昏昏欲睡所代替。大麻的使用也和活動力降低、高估時間和空間、增加食物消耗量有關。當使用者獨處時，大麻會製造一個恬靜的狀態。在團體中，使用者變成暈眩和失去景象。大麻不會造成身體上的成癮，但是它長時間的影響已經成為大量討論的目標。在1970年代間，報導吸食大麻造成生理和精神上的多種問題，包括腦部的損害和生理疾病。雖然大麻的危險性可能是被誇大的，藥物的使用產生健康的風險，包括增加肺癌、慢性支氣管炎、和其他疾病的風險。應該防止未來的父母吸食大麻，因為大麻會降低男性使用者的精子量和擾亂女性的排卵，以及增加流產的機會。

(二)Cocaine and Crack古柯鹼和純古柯鹼

古柯鹼是一種古柯植物中延生物的鹼。在1860第一次分離,它被視為可治療減輕疲憊,意氣消沈和其他症狀的醫藥突破,這也很快成為主要的專利藥。當它的令人會上癮的特性與危險的副作用漸趨明顯,它的使用也在1906被Pure Food and Drug Act所控制。古柯鹼是最強效的自然刺激物。它的使用會產生興奮,焦躁不安…。過量會導致精神錯亂、暴力行為甚至可能呼吸困難。毒品可以以嗅或吸入鼻腔,或者是注射。瞬間的興奮感或衝動都是短暫的,而嚴重使用者甚至可能10分鐘就須嗅一次。另一個危險物Speedballing 注射古柯鹼與海洛英的混合物。

純古柯鹼: 它的製造包含使用阿摩尼亞和蘇打來排除氫臭化物然後產生可嗅的結晶狀古柯鹼。實際上,純古柯鹼的名字由來是,當它們被嗅時碳酸鈉經常散發出爆裂聲。也被喻為rock，gravel，roxanne， 在1980年代興盛。它相對起來不貴,會產生高度心理上的上癮。在最近幾年來古柯鹼曾一度衰退。高額罰款,嚴謹的執行以及社會不認同都幫助了減少古柯鹼的使用率。 

(三)海洛因 

麻醉毒品有產生無痛苦感的能力，也會減輕心裡和情緒的焦慮。使用者經歷了減少恐懼、憂慮,減輕緊張並提振精神。這短暫的興奮隨之被冷漠所取代,在這段期間使用者變得昏昏欲睡以及會打盹。海洛因在美洲是最常被用來當麻醉劑,由一種從鴉片嬰粟花所取得的鴉片所製成。交易者在毒品中摻雜中性物質(糖或乳糖),市面上的海洛因通常只有1 ~4% 的純度。

海洛因或許是一般最危險的日常用毒品。使用者迅速地增加對它的耐藥性,不斷增加藥量以達到所渴望的效果。一開始海洛因是聞、嗅; 但隨著耐藥性的的增進,變成直接皮膚接觸( 注射到皮膚非靜脈); 最後演變成直接注射到靜脈甚至主靜脈。透過逐級增加的使用,使用者變得上癮的人-即有著極大生理和心理需求的人,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持續使用一個特別的物質。如果上癮者無法獲取足夠的海洛因來滿足,他們會開始遭受一些負面症狀,包含易怒、挫折、極端焦慮、緊張、噁心。

海洛因的使用在多數的國家都已經穩定化,然而在大都市還是有成千成百的固定使用者。逮捕數據顯示頻率最高的使用者是那些年老的從數十年就開始海洛因濫用的違法者。有證據顯示出海洛因的使用率在青少年中漸趨減少,可能是因為極其負面的社會印象。大多數的青年知道海洛因會上癮並對健康有害,然後共用針頭會導致HIV 。紐約城的研究總結多數的青年拒絕海洛因,迴避使用者和交易者,也希望避免成為成癮者。

(四)其它的毒品種類

麻醉藥物是中樞神經的鎮靜劑。局部麻醉阻擋神經系統的傳輸; 全面性的麻醉使大腦產生感覺喪失、恍惚、無意識。最廣泛被濫用的麻醉毒藥是PCP， 被視為是天使般的灰塵---可被灑在大麻或其他葉子,可以被吸、被飲或注射。起初被被發展成為動物鎮定劑,PCP 產生幻覺以及昏昏沈沈的感覺,此感覺會使重度使用者產生暴力行為。PCP 的效力可持續到兩天,而它的藥劑過量的危險性是相當高。有些青少年從較輕的流體、清潔劑、油漆稀釋劑吸入蒸汽,塑造飛機膠去達到一種暈眩狀態,而此狀態有時是有幻覺所伴隨。

1.吸入劑
產生短暫的興奮接著隨之而來的是一陣子迷惘,含糊的言語、困倦。亞硝酸戊酯是一種常被使用的以膠囊形式存在的易揮發液體,它的吸引必須在膠囊被打開的狀態下。

2.鎮靜劑
最常被使用的巴必妥酸鹽家族毒品,鎮壓中樞神經系統到一種想睡的狀態。在黑市裡,鎮靜劑被稱為鎮靜劑藥丸或鎮靜劑(downers 抑制劑)常被辨別以膠囊的顏色紅、藍、虹。鎮靜劑可被醫生開處方為安眠藥丸。非法的使用者應用他們來產生放鬆、好交際的感覺; 過量則會導致易怒、反感的行為以及無意識。巴必妥酸鹽是毒品過量致死的主因。

3.鎮定劑(精神安定劑)
減少焦慮和促進放鬆。合法所開的鎮定劑藥方,諸如AMPAZINE，THORAZINE，PACATAL，SPARINE 一般是被用來控制有侵略,不安等行為的人。較輕量的鎮定劑,像VALIUM，LIBRIUM，MILTOWN 和EQUANIL 被用來對抗焦慮、緊張心跳加速及頭痛。非法使用而取得的鎮定劑會導致上癮,而停止吸毒則會痛苦,危險。

4.迷幻劑
不是自然就是人造的,產生感覺失真,不會嚴重困擾觀看者的意識,有些產生幻覺,有些則在其他正常人身上產生精神疾病的行為。最常見的迷幻劑是Mescaline， 由Mescalero Apaches命名而來,他是第一個發現其效能的人。Mescaline是由一種仙人掌植物自然產生的,一種生長在墨西哥以及美洲南西部的小株仙人掌。在一開始的不適後, Mescaline產生逼真的幻覺以及沒有身體的知覺。另一種迷幻劑是人造生物鹼化合物,像二甲-4- 羥色胺磷酸( 一種由墨西哥蕈類提煉出的迷幻藥),這些可轉變成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通常被稱為LSD 。這些強效的物質會刺激大腦神經系統去產生視覺幻影,強化聽覺、敏感度。使用者經常會知覺擾亂,他們會『聽到顏色』『聞到音樂』。使用者也經常表示感到精神愉快心理優越感,雖然對於觀察者而言他們是失去判斷力的。焦慮跟恐慌可能發生,而過量可導致精神上的插曲、迷幻藥效幻覺重現甚至死亡。

5.興奮劑
安非他命、脫氧麻黃鹼(一種興奮劑)、興奮藥片、結晶體等是會刺激中樞神經系統行為的人造毒品。它們會增高血壓、呼吸率、身體行為、提振心情。一種廣泛使用的安非他命會產生心理影響像增加自信、興奮、衝動的行為和失去食慾。常用的興奮劑包含Benzedrine、Dexedrine、Bephetamine、Methedrine。Methedrine(合成迷幻藥的一種)是最常被使用而且最高度危險性的安非他命。有些人吞食它; 重度使用者注射它。長期的高度使用者會導致精疲力竭、焦慮、長期性的挫折感、以及幻覺。一種新型的Methedrine 是一種裹有糖霜的的物質有著俗名「冰」或「晶體」聞這些晶體會導致體重減輕、腎臟衰竭、心臟和呼吸問題、妄想。青少年使用高危險性的合成代謝類固醇來增顯肌肉及力量。這些毒品的黑市交易每年將近有十億之多。雖然不是生理上的癮,類固醇可以成為青少年在運動上突出的引誘。長期性的使用者可能每週花上美金400在類固醇上,也可能藉著交易毒品支持他們的習慣。類固醇之所以危險是因為長期性的使用而造成健康問題: 肝臟疾病、腫瘤、腎臟問題、性功能障礙、高血壓、精神問題諸如沮喪。類固醇的使用是循環的,而其它的毒品-像是Clomid、Tesac、Halotestin， 有著他們本身危險的副作用,卻常被用來治療高類固醇劑量的需求。最後,類固醇使用者常共享針頭,這也讓他們在HIV 陷於高度危險會導致愛滋病的病毒。

(五)俱樂部常發現之藥物

常在夜總會.酒吧被使用的合成物質被視為俱樂部藥物。在此類範圍的有MDMA，GHB，Rohypnol，OxyContin，DMT，2 c-B，Ketamine， 和脫氧麻黃鹼(比安非他命更強的興奮劑)。Rohypnol 是種中樞神經系統的鎮靜劑一直與性侵害、強暴、搶劫有所關連。OxyContin(也被稱為oxycodone) 常被廣泛用來當鎮痛劑。雖然它應該是慢慢被釋放到系統,濫用者把壓碎的小片製成粉末以嗅或注射的方式來產生興奮感。最常在俱樂部使用的毒品是MDMA， 或合成迷幻藥,一種脫氧麻黃檢的衍生物。它聚合一種像安非他命充滿幻覺的感受。在被吞食、嗅、注射或吸之後,迷幻合成藥以像是刺激物和迷幻劑的刺激性方式起作用,產生心情不定、干擾睡眠和飲食習慣,改變思考過程,也可能產生暴力行為,干擾性功能,引響對痛的敏感度,增加血壓和心跳率。在宴會上使用迷幻合成藥的青少年死於突來的一次熱擊因為此毒品會導致脫水。雖然俱樂部藥物被證明有風險,尤其是合成迷幻藥,似乎是愈來愈受歡迎。與合成迷幻藥相關的個案被DAWN ( 毒品濫用警告)所報導--這機構是毒品緊急事件的觀察室,從1998到2000增加了295% 。在2000年,DEA ( 毒品強制執行局),查獲超過3百萬片的合成迷幻藥,相當於將近超過前年1百萬片的數量。

(六)酒精

多數青少年的藥物選擇一直是酒精類。有超過70% 的高年級國中生曾在去年使用過酒精,而當中超過80% 曾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嘗試過; 而美國12年級生中有三分之二的青年聲稱曾喝醉過。有超過2000萬的美國人被估計為引起麻煩的飲者,而至少有一半是酒精中毒的人。酒精有可能是將近一半的謀殺、自殺和意外致死的因素。與酒精相關的死亡一年有100000起,遠超過其他不合法的毒品相加。每年大約有一百五十萬的駕駛者在其影響下被逮捕( 其中包含14000的青年),而有超過100萬因為與酒精相關的違法被逮捕。經濟的花費也在增加中。預估每年失去1170億美元,其中包含180億在早產死亡,660 億在工作效力的減少,130 億在治療上。考量這些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青少年無節制的酗酒？這些使用酒精的青年陳述酒精可以減少緊張壓力,增加愉悅,改善社會技巧,改造經驗使之更好。雖然這些反應可能會在有限的酒精使用中產生,酒精確實是有鎮靜的作用。長期的使用卻會與消沈、從心臟到肝硬化的生理病痛息息相關。許多青少年也認為飲酒激起他們浪漫的強烈慾望,但科學證明指出酒精是會削弱性反應的。

(七)香煙 

數十年對於警告學生有關吸煙危險的努力似乎已有成效。國家調查顯示香菸的每天使用率已經漸趨下降。兩種可能的改善因素: 對吸煙的不認同漸漸增加; 愈來愈多的小孩將吸煙視為是有風險的行為。仍然,大約20% 的12年級生吸煙成為每天的必需品,而大約有10% 每天至少吸半包甚至更多的煙。減少青年吸煙的努力仍在持續中。大約25個國家已經有設立法律去禁止賣香煙給未成年者。然而事實上,在很多國家小孩跟青少年取得煙草產品是相當容易的。美州在1992年設立Synar Amendment，要求州設立並強制執行法律限制賣煙草產品給低於18歲的青年。各州被要求減少賣給青年的非法銷售率，在數年之間低於20％。FDA條約要求27歲以下的煙草產品購買者需提出年齡證明。FDA也禁止銷售機器與自助展示品，除了在侷限於成人的場所。

二、青少年藥物使用趨勢

美國在藥物上長達十年的戰爭已經成功了嗎？藥物的使用已經減少或正上升中？國家的研究靠著在國內到處面訪青少年樣本，來引導著每年的青少年藥物使用的檢討。國家研究告訴吾人藥物使用的範圍，和最近青少年使用的趨勢嗎？

(一)預測未來的研究(MTF)

MTF是青少年物質濫用中最重要和最具影響力的研究之一，這個研究由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協會所指導。研究中433所中等學校約有45000位學生參與這項研究。最近的MTF研究顯示有很少例外，美國青少年的藥物使用在2001年維持穩定，但是從最近1996和1997到達最高程度開始變少。表10.2顯示，藥物使用的最高點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然後開始長達十年的下降，直到1990中期回升；然後大部分藥物的使用已經穩定或下降。特別令人鼓舞的是學生間海洛因和古柯鹼的使用有顯著的下降。在吸食香菸方面也有持續地下降和使用無煙煙草。甚至在舞廳和舞會上相當受歡迎的極樂迷幻藥的使用也開始減緩。

(二)PRIDE研究

第二個青少年藥物和酒精濫用的資訊來源是PRIDE研究，它也是每年被執行。PRIDE的研究發現和MTF有很高地相關。最近的PRIDE的研究顯示最近幾年的藥物活動是減少的，特別是大麻、幻覺劑、古柯鹼和吸入劑。學生也陳述他們的香菸和酒精的使用是減少的。從1998－1999超過16％的藥物使用(表10.1)，1999-2000年在6至12年級的學生中有14％聲稱在過去幾年間曾使用過藥物，這是降低的。吸食香菸也是降低的，從1999年的24％到今天的19％。在藥物濫用上兩個研究產生相同的說明，幫助加強研究的正確性和對於青少年物質濫用的降低給予支持。

(三)NIDA研究

NIDA(全國家戶調查)每年在家大約面訪了70,000人，就像MTF和PRIDE研究，NIDA顯示藥物和酒精的使用已經穩定或下降，在此研究中仍然是重要的問題。雖然青少年的藥物和酒精使用在近幾年已經穩定，他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例如，嚴重酗酒者佔12歲或較長者的5或6％，或是1億2千6百萬人；超過40％的大學生參與狂飲，他被定義在相同的場合有5種或更多的酒精飲料。

三、藥物使用和偏差行為成因

在這多變的文化中，偏差和藥物使用間的關連已經被建立，然而是(a)藥物導致偏差(b)偏差使青少年參與物質濫用，或(c)藥物濫用和偏差都是其他因素的功能。

這個話題最精細的研究已經被研究，資料來自於國家青少年研究，那是一個縱貫性的自陳偏差和藥物使用的研究，Elliott和他的同事David Huizinga、Scott Menard發現偏差和藥物使用之間有很強的關連。然而，這個關連的方向是不清楚的，根據通常的規則，藥物濫用的出現是偏差行為的型態，而非偏差的原因；大部分青少年涉及偏差行為在他們開始使用藥物之前，相信藥物使用導致犯罪是困難的。

根據Elliott的研究，藥物使用和偏差似乎都反映出問題，他們都是困擾的生活方式的一部份，這個研究顯現出物質濫用和偏差之間的重要關連：

1.酒精濫用似乎是大麻和其他藥物濫用的原因，因為：(a)大部分的藥物使用者開始於酒精，(b)戒除酒精的青少年幾乎從不使用藥物。

2.大麻的使用是多種藥物使用的原因：大約百分之95使用更嚴重藥物的青少年開始於大麻煙，只有百分之5不抽大麻煙。

3.犯重罪的青少年一開始犯輕微的偏差行為，只有一點偏差者犯重罪。

Elliott的研究被其他的研究所支持，顯示偏差和物質濫用是偏差和問題行為綜合徵狀的一部份普通態樣，就像反社會同儕團體和教育失敗之間的關連。有問題的青少年一開始犯小的犯罪和喝酒，然後繼續至較嚴重的藥物使用和犯罪，早年喝酒的孩子之後在他們的青春期會繼續參與暴力活動，當暴力的青少年成熟時會增加他們的酒精濫用。藥物濫用和偏差是都市下階層生活方式的一部份，包括有限的教育、很少的工作技巧、不穩定的家庭、很少的社會技巧和違反法律的型態。

四、毒品控制策略

每年有將近百萬元花在減少毒品進口、嚇阻犯毒者及處遇使用者。雖然藥物使用事件的總量有下降趨勢，但是藥物的使用卻有集中於國內最貧窮地區，且有藥物濫用與犯罪連結的結果。很多毒品控制策略被嘗試過。有些是藉由阻止毒品流入國內、逮捕犯罪者、掃蕩街頭販毒者來嚇阻毒品使用。另一種方法是教育潛在使用者，讓他們向毒品說不，來預防毒品使用。第三種方式是處遇使用者，讓他們結束他們的癮頭。下面要討論的就是這些成效。

(一)執法機關成效

執法機關策略是針對減少毒品供應，同時嚇阻潛在藥物濫用使用者。

1.來源控制

毒品控制的一種方式是透過逮捕大量的販毒者，來嚇阻毒品販賣，並伴隨嚴重刑罰的毒品法令執行。這個方式是設計處罰已知的販毒者及使用者來嚇阻考慮進入這個行業的其他人。

一個主要的成效是藉由毀損海外的作物及逮捕毒品事業的成員，以切斷毒品供應，這個方式又稱為來源控制。聯邦政府曾鼓勵毒品出口國採取策略去毀損毒品作物、起訴販毒者。三個南美國家：祕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也同意配合美國這項控制策略，然而將文字付諸行動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毒品大盤透過恐嚇、暴力及貪污來反擊。美國被迫派兵20000人去巴拿馬阻止販毒領袖Noriega將軍偷運古柯鹼。

即使在一個地區的努力是成功的，產品還是可能被轉到其他地區。例如在1994到1999年，在祕魯與玻利維亞轉換古柯鹼農作物類型的執法成效是成功的，結果哥倫比亞當地的毒品大盤栽種更多的古柯鹼植物使得哥倫比亞變成古柯鹼作物的主要栽種國。當哥倫比亞政府在傳統栽種區執行提昇有效的減少毒品作物活動時，大盤商們便將偏遠地區的游擊軍列入他們毒品供應的行列中。鄰近國家的領袖對美國2000年八月宣佈要投入1300萬的軍隊援助去打擊哥倫比亞農村販毒者與叛軍的宣言表達其恐懼，因為此舉若是成功將會驅使運毒者轉至邊境。

2.邊境控制

執法機關成效也將目標直接定在減少毒品供應進入國內。邊境巡邏與軍隊單位也為參與這項大規模的減少而努力，其中也有價值幾百萬元的扣押成效。據估計將近有1/4~1/3的供應到美國的古柯鹼年度總量被毒品執法機關扣押，但美國邊境是如此廣大要完全的減少是不可能的。每年還是有240~340噸的古柯鹼及33噸的海洛因被進口。

如果全部的進口被終止，國內自製的大麻及實驗室製的藥物，例如迷幻藥可能就會變成毒品的其他選擇，甚至現在他們的易取得及低價會增加他們的普遍性。時至今日他們在美國有1000萬元的商機。

3.鎖定販毒者

執法機關也曾致力於鎖定販毒行動，也曾破獲大規模的販毒網。長期的成果變成分散販毒與鼓勵青少年幫派分子變成主要供應商。諷刺的是，對聯邦探員而言要滲入傳統組織犯罪團體比去抓販毒幫派更容易。

警察為了要減少藥物使用所造成的麻煩，也恐嚇及逮捕街頭販毒者與使用者。一些街頭層面的執法成效也曾成功，但是其他則是被認為失敗。提供警察資源的毒品掃蕩也阻礙相當多的犯罪者改過矯正的機會。這些掃蕩也被懷疑製造出取代效應。這些取締的成效打亂一個地區或城市的販毒，會鼓勵販毒者尋求更友善的領域。當人們因毒品相關罪名被逮捕，會使青少年或成人司法系統這個區塊的快速成長。國家調查發現青少年法庭的法官會傾向對毒品案件的犯罪者使用嚴格的方式，這些犯罪者包括暴力犯罪者較其他類型偏差犯罪者更有可能被判決、進入成人法庭及接受遠離家庭的地方。除了這些努力外，偏差毒品使用持續在成長，指出嚴格的政策並無法嚇阻藥物濫用。

(二)教育策略

另一個減少青少年物質濫用的方式是靠教育計劃。毒品教育現在始於幼稚園到12年級，有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公立學校地區，包括教導學生酒精、藥物、尼古丁使用的原因與效果，教導學生去拒絕同儕壓力，當有問題時可諮詢或處遇的方式。教育計劃，例如ALERT計劃是以加州與奧瑞剛地區的中等學校為基礎，教育青少年避免藥物及抗拒同儕壓力使用酒精與香菸的成功案例。藥物濫用抗拒教育是專門針對國小教育課程，設計給學生抗拒同儕壓力去嘗試香菸、酒精與藥物的方式。因為它安排制服警察，將這樣的反毒品訊息傳遞給在進入國中前的學生知道。當然也有批評指出，這個計畫並未如同所廣告的有效。因為其重要性，D.A.R.E在政策與應用盒有相關討論。

(三)社區策略

另一個藥物控制的類型是冀望當地的社區團體，典型的當地政府機構、教堂、人民組織和其他相似福利機構一起創造預防藥物活動。他們的活動包括沒有藥物的學校空間，鼓勵警察使藥物販賣者遠離學校；社區監控活動，準備告發藥物販賣者；居民巡邏，那使得販賣者害怕遠離公開的地方和社區中心，這也提供另一種街道文化。

以社區為基礎的活動和高風險的青少年接觸，讓他們參與課後的活動；提供意見；當他們需要時給予衣服、食物、醫療照顧；以及鼓勵在校成績。社區活動也提倡沒有藥物的活動，包括藝術、社團和運動，社區活動的評價已經顯示他們鼓勵沒有藥物的態度，以及幫助參與的青少年從鼓勵藥物的環境中隔離出來。

(四)處遇策略

有些方法對處遇使用者是有用的。有些努力是源自於藥物濫用者是低自我尊重的觀點，他們使用許多不同的技術去建立濫用者對自我的感覺。有些是使用心理諮商的方式，有些則是將注意力放在家庭、同儕、藉由問題的解決與溝通技術的心理問題，例如由Sott Henggeler發展出來的多系統處遇法。Henggeler也發現透過MST計畫的青少年藥物濫用者較傳統諮商的服務的青少年藥物濫用者較不會有再濫用的情形。

另一個方式是將濫用者投入室外活動、野外訓練或校後社區計畫。更近一步的計劃是使用團體療法，由領導者嘗試教導濫用者方法及支持幫助他們拒絕使用藥物的社會壓力。這些計劃是源於匿名戒酒協會的模式，濫用者可以發現保持乾淨的力量及從可以了解他們經驗的人身上得到支持，去成功達到免除毒品的生活。

居住計畫是用來處遇更嚴重的藥物濫用者，有些是使使用醫療的方式去斷絕成癮毒品的去毒品的單位。其餘包含嘗試去處理藥物濫用心理原因問題的治療型社區、催眠、嫌惡治療法(使濫用者將毒品與不愉快的感覺相連結，例如噁心)諮詢、生物回饋和其他方式都是經常被使用。

有少部分的證據指出居住計畫能有效的終止青少年物質濫用。很多時候是限於家庭的健康保險只能給付短期的居住照顧。當這個療程結束時，這些孩子就被釋放出來。青少年通常不是志願進入這些計畫，而且大部分的青少年要改變的動機不強。這樣的留置常會使他們被誤以為是成癮者，即使是他們未使用嚴重的藥物。當他們處遇時他們可能會認識核心的濫用者，在釋放之後開始聯繫。居住計畫的評估顯示在處遇的階段當中，藥物濫用有時候會減少。一旦犯罪者重新回到社會，濫用又持續下去。甚至在未來緊密的看護計畫中顯示出，透過處遇而減少物質濫用的證據力很低。

平衡或復歸式正義模式

另一個處遇藥物濫用青少年的方式是平衡或復歸式正義(BARL)方式。這個模式用增加對被害人權利與社會安全的角度去整合傳統青少年法庭的矯治方式。

BARJ計畫期望藉由犯罪者對被害與社區有所貢獻，來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同時也改變他們的行為與功能技巧來改善他們的勝任發展。BARJ計畫也藉由謹慎的監督青少年的行為做到社區安全和社區保護。BARJ計畫至少在十二個州對青少年司法體系已經做了改變。這個計畫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進化制裁的方式，讓青少年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同時也用正面的矯治進級獎賞他們。好的行為結果導致自由的增加與其他獎賞。壞的行為導致更嚴厲的限制或更嚴密的治療環境，如果犯罪者在處遇過程中有藥物濫用或偏差行為出現，進級化制裁就會將它們置換到更高安全度、更緊密的治療環境當中。這個方式可能可以應用在需求特別的青少年藥物法庭，也就是一般青少年的進步程度在缺乏改善成效時，會有不同專家評估需求、推薦服務及監控的行為提供法官做為判斷。

五、未來防制毒品之方向

美國顯示有意願走向對抗毒品戰爭。執法機關成效伴隨預防計畫和處遇計劃都顯示出所有的毒品控制計畫，只要青少年想要使用毒品及販毒者認為販毒是一個可獲利的收入來源，就很難成功預防。嚇阻及處遇策略都忽略毒品的核心問題，就是貧窮、疏離與家庭破碎。當貧富差距加大，合法成功機會減少，毫無意外青少年的藥物濫用情形就會持續下去。

這些毒品控制的成效是困難的，因為有這麼多錢投入在偷運毒。例如在單一毒品，例如迷幻藥的販賣利益就非常可觀。迷幻藥或是MDMA在西方國家是秘密製造的，尤其是荷蘭和比利時。一個典型的秘密實驗室，每天可以製造出7~10萬顆藥丸，而製造ㄧ顆藥丸的成本只要50分，他們可以賣到2美元。實驗室的老闆每天潛在的利益大約在10~15萬美元，MDMA曾經在到達美國時，一個國內的分裝者每顆藥丸可以索價6~8美元，而零售商可以賣到每顆25~40美元。

ㄧ些批評者認為可以將毒品合法化。這個方法或許短期間可以減少藥物濫用與犯罪的連結(毒品的價格可能會下降)，但可能會有更嚴重的後果。藥物濫用可能會大量製造出由社會其他組成份子所需要負擔的依賴人口。當控制已經準備好流通的物質時，青少年的酒精中毒問題就會是一個警訊。然而涉及毒品犯罪化的問題則需要更多的研究。一個部份犯罪化的政策對藥物濫用率會有什麼影響？一個嚴格的毒品政策會擴張其網路嗎？這些對毒品犯罪化的轉換會幫助青少年減少藥物濫用嗎？

在華盛頓D.C的Rand合作研究案中認為，只要販毒者能過賺取比在合法世界賺的最低薪資多，執法機關成效對藥物濫用率沒有多大影響。只有給予青少年合法未來的轉向，核心的藥物濫用者才會自願放棄藥物濫用。

(伍)少年犯罪預防之未來取向
為避免不良標籤之影響，少年犯罪常稱為少年非行，故而預防少年非行意謂著許多不同的事面對不同的人。在預防少年非行的計畫或政策設計能包括警察對付幫派問題實施逮捕的行動，少年法庭裁定及拘留在監獄的矯治措施，或是最極端的例子，一個死刑的宣判；這些的措施通常被稱為非行控制或非行抑制。通常非行預防則是首先在他們從事於非行之前介入少年的生活。那就是在第一個非行行動發生前予以制止。但非行預防和非行控制的差別，在於非行預防通常不涉及刑事司法系統，反而用一些計畫和政策來預防非行，這些跟托兒、照謢、老師、社工、YMCA的團康活動職員、美國男女俱樂部的顧問、學校的其他年輕人及父母等有關。這個形式的非行預防，有時稱為非司法非行預防或替代性的非行預防。

非行預防計畫的設計並沒有要排除少年司法人事的意圖。很多形式的非行預防計畫，特別是將焦點放在青春期的部分，它跟很多少年司法人事有關，像警察。在這些案例裡，這些少年司法人員的工作，是跟教育、醫療保健；休閒和社會福利的領域緊密結合在一起。把焦點放在非少年司法單位的非行預防計畫上。非行預防面對一個重要的課題是成本：計畫是要錢去經營，費用包括，職員薪資、設備或設備租金，雖然預防計畫可能花很多錢，但是他們環是有利的，因為他們可以省下在司法系統上的花費。
表  少年非行預防對控制預防

	預防
	控制

	家庭訪問、學齡前
	反幫會警察工作小組、新兵訓練所

	兒童技能訓練、顧問指導(方法)
	田野調查計劃、試用

	課後休閒、工作訓練
	電子監視、安全禁閉


一、少年非行之社會成本

少年非行對社會的衝擊，包括：財產的損失、受害的痛苦和警察或其他少年司法系統的投入，可以被轉化成財產的損失，這個受損的財產需要被修護或替換，通常是被害者付費，因為有很多的被害者都沒有保險，受害者連受攻擊或搶劫的傷害和痛苦，不僅是薪資的損失或醫療的花費，而是生活品質的降低或者是害怕再被傷害而無法工作，導致需要長期的醫療跟諮詢。又講到受害者跟受害者的家庭，雇主和很多服務；像醫療保健、社會福利、精神、健康，都會激發金錢的花費。而導因一次攻擊的受害成本可以達到美金9400元，如果是強暴、縱火則花費更高，平均謀殺的花費在於美金300萬元，還有警察、法院、矯正單位投入的成本。有些費用是基於被害者的需要，像後續的，警察的訪談、法院的受害者協助計畫，這大部分的花費，在於加害者的過程，警察逮捕、公設辯護人、法院出庭、判決後的費用，不管它是被判緩刑或恃日愈或者是出獄後的更生計畫，都是司法系統程序步驟的費用；還有透過不同型態的預防計畫及預防少年非行的社會成本。

典型的犯罪時其涵蓋青少年及成人的花費，在於美金130萬到150萬元之間，加上藥物使用及休學所帶來的花費是美金170萬到230萬元之間，如果把焦點放在少年，一個典型的少年犯罪時其在社會成本的花費是美金8萬到32萬元之間。
(一)正式的成本

Ted Miller和他的助理，審查賓州少年暴力的費用，這個研究根據謀殺、強暴、搶劫攻擊及肉體和性虐待的暴力侵犯，少年在受害者方面，估計一年花了美金26億元，在加害者方面花了美金4600萬元，少年加害者的費用主要有少年跟成人的司法系統費用組成，這個司法系統費用，包括從緩刑、短期拘留、少年處遇計畫和入監服刑，有趣的是，這個研究報導了少年對少年的暴行的費用與成年人對少年暴行的費用，經比較成人暴行受害者的費用較高於少年暴行受害者，是美金45億元對26億元。這個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少年遭受較多的性虐待，在成年人的手上，一個非常高的費用的侵害，但是少年對成人的性虐待比較少。

(二)國家費用

這少年非行估計也是聚焦於少年暴力，暴力犯罪的費用，全美國一年1580億元美金，這個估計包含一些由州政府、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協助少年暴行受害者的費用，像傷害的醫療處理和受害的服務，這些看得到及拿出的費用達美金300億元，但大多數的費用，也就是剩下的美金1280億元，是因為受害者遭受痛苦的損失，像薪資的損失、痛苦傷害和生活品質的降低。從少年暴行的1580億元美金的標值中消失的是，社會對少年暴行反應的費用，這些費用包括：早期的預防計畫、少年服務和少年司法系統。而這些費用是無法知道的。

二、早期預防計畫的範例
在少年非行的努力方面，非行發生前的早期兒童階段的調處介入，吸引大多數人的興趣，且被認為是減少少年非行傷害的整個策略的重要部分。早期兒童階段的非行預防計劃，目標是在早期犯罪危險因子的正面影響，這個犯罪會一直持續到成人階段。這些早期的危險因子有很多，其中包括在貧困中成長、超活動或易衝動性、缺乏父母照顧和粗造或沒有一致性的修養(沒有教養)，早期而通階段的介入，通常是多樣性，目標超過一個危險因子，因為他們採取不同的型態，包括有認識力的發展、兒童技巧的訓練、家庭支持。接下來的階段要檢視，被運用在四個最有效影響的階段，早期兒童階段的非行：即家庭、托兒、學齡前及學校，這些大部分計劃都在美國實施過。

(一)植基於家庭的計劃

    在一個有支援和愛的家庭環境，復木對他們小孩的健康及一般福利的照料，幫助灌輸他們小孩正確的價值觀，像誠實、尊敬他人和培育良好的人際行為，預防少年非行，最重要的型態之一是家庭方面的計劃，需要提供家庭的支持，對於家庭的支持，在他們的家可能採取不同的形式。家庭支持的一個普遍和有效的形式是家庭訪問。

1.家庭訪問

  一個最有名的家庭訪問計劃是紐約Elmira的父母/懷孕計劃(PEIP)，這個計劃設計了三個目標：

(1)改善懷孕結果(胎教)。 

(2)改進父母提供給他們的孩子照料的品質(和他們的兒童的隨後健康和發展)。

(3)改進婦女的自己的個人生涯歷程(完成他們的教育, 找到工作, 和規劃未來的懷孕)。

這個計劃的目標是在19歲以下第一次當媽媽、未婚或貧窮(未成年生子)，這個計劃登記有400個女人，準媽媽們再懷孕其和小孩出生二年內，接受護士的家庭訪問。每次的家庭訪問，平均二周一次，每次持續一個半小時。這些家庭訪問者給予這些準媽媽們有關照料小孩、嬰兒的發展、正確營養的重要及懷孕期不要抽煙、喝酒的建議，這個計劃開始15年後，媽媽有接受家庭訪問的小孩，被逮捕是媽媽為接受家庭訪問的小孩的一半，而且發現這些小孩跟控制組比較，有較少的判罪和緩刑的違反，且較少逃家及飲酒，除了在預防少年非行的成功之外，他也提供了對母親的好處，像虐待兒童、一般犯罪和物質濫用的降低，較不依賴社會服務制度。一個初步的研究發現，這些好處移轉成政府龐大支出和納稅人的節省。

 在美國還有其他的家庭訪問計劃，像跟Elmira很像的，在Memphis和Tennessee計劃及夏威夷衛生開始計劃。因為沒有一個時間長到可以測試他們的預防少年非行的成效，所以很難說家庭訪問計劃服務是否有達到他們的目標，但是無論如何，家庭訪問在減少虐待兒童和兒童傷害及增進家人的生活方面很有成效，特別是年輕的媽媽們。

2.改善父母管教技巧：奧勒岡社會學習中心
另外一個家庭支持形式，在預防少年非行顯示一些成功的是改善父母管教技巧，雖然在父母訓練計劃的焦點是在父母，但有很多計劃也牽涉到小孩，在改善父母跟小孩關係的目標上。
最被廣泛引用的父母管教計劃是Gerald Paterson和他的同事，在奧勒岡社會學習中心(OSLC)，創立的父母管教技巧計劃，Paterson的研究，相信不好的管教技巧，會在家裡和學校產生反社會行為，父母與小孩堅的家庭中斷和高壓管教導致—家庭關係的緊張、學業成績的低落和負面的同儕關係；這個問題的第一個因素，是父母不知如何有效的處理小孩得問題，父母有時忽略小孩們的行為，但有時同一動作又大發雷霆，有些父母在要求他們的小孩紀律的理由，跟小孩的行為沒有關係，反而是反應他們自己的挫折(失望)。

這個小孩的反應是有一個規則的過程，從學到不抱怨到學會攻擊，那些高壓的行為包括：叫喊和易怒的行為，有時候是從其他家庭成員中學到的結果。家庭的衝突，將從家庭流出進入學校和社會環境。

這個奧勒岡社會學習中心(OSLC)計劃是使用行為修正技術，來幫助父母得到正確的管教方法，父母被要求選擇一些行為去改變，計算他們發生的頻率。奧勒岡社會學習中心(OSLC)的人員教導社會技巧，加強正面的行為和建立管教的方法，不鼓勵負面的行為。激勵的計劃是以小孩能達到期望的行為就會賺到一些分數來開始，而這個分數可以轉換成允許行為、獎勵或特權利益，父母也被教導說紀律要求的技術是堅定而一致的，不是喋喋不休。這些喋喋不休就是低聲的責罵(碎碎念)、火爆性的管教(打和尖叫)；另一個的技巧是停止時間，這個技巧是將小孩移到安靜的房間隔絕，父母被教導要設定規矩而且要堅持的重要性。Paterson和他的同事做的一些研究評估顯示：改善管教技巧可以達到少年非行的降低。

美國奧勒岡社會學習中心(OSLC)的父母訓練的方法，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早期介入的方法；一個初步的研究發現父母訓練計劃的成本，只有家庭訪問計劃成本的1/20，而且是在防止重大犯罪上較有成效。這研究評估，花100萬元的父母訓練計劃可以防止501個重大犯罪發生(或每個犯罪2000元美金)，遠比用一個長期監禁的花費還低，再防止一個單一的犯罪，長期監禁的花費是1萬6千元美金。

(二)托兒計劃

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扥兒服務是在小孩6個星期大的時候提供，除了允許父母回到工作上外，托兒服務提供小孩一些重要的利益，包括跟其他小孩的社會互動和刺激他們的認識力、感受力和運動控制技巧，早兒童時期的介入，在紐約的西拉鳩斯、休士頓、德州被研究。

最有名提供高品質托兒服務計畫的是西拉鳩斯大學的家庭發展研究計畫，這個計劃牽涉到懷孕後期的高危險婦女，在他們生產後，專職人員被指定跟他們一起工作，激勵一個堅實的母子關係，提供營養的資訊，幫助他們跟社會服務單位建立關係；此外，小孩接受免費托兒。設計發展他們的智力到五歲。在接下來的10年，他悶比較控制組與這些小孩，這些小孩是比較不會上少年法庭接受審判，比較會表現正面的感情、比較能夠主動解決個人的問題，尤其是女孩似乎受益更多，在學校表現更好，父母也比較可能表現出，對社會的正面態度。

另外一個高品質的扥兒計畫是在休士頓的父母—小孩發展中心，就跟西拉鳩斯大學的家庭發展研究計畫，母親跟他們的小孩接受服務，在這個計畫的第一年，媽媽們接受社會服務專業人員的家庭訪問。家庭訪問的目的是要告知他們兒童發展和管教技巧，幫助他們跟他們的孩子發展正常的社會關係。在這個計畫的第二年，媽媽們跟他們的孩子，每週有四個上午參加一個家庭發展中心的活動，在那裡孩子們被供給服務，來助長他們認識力的技巧和鼓勵跟他們孩子正面的交往。母親則參加一些家庭溝通和小孩管理的課程。經過八年這個計畫結束，接受這個計畫的小孩跟控制組比較，較少有牽涉到打架和其他非行活動。

這些計畫的成功，將目標投入在重要的個人和家庭層級的非行危險因素，像低智慧、易衝動、不一致和不良的父母管教。社會科學家指出一個配套措施，以小孩跟父母為中心的介入，針對多方面的危險因素，是一個成功非行預防計畫的核心成份。

(三)幼稚園

學齡前計畫跟脫而計劃有所不同，他是被設計來準備讓小孩上課。學齡前計畫是提供給3-5歲的小孩，這些是腦部發育形成的主要年齡。在生命歷程中，這個階段的發展及學習是比其他階段來得多。低智慧和學業成績差是少年非行的重要危險因素(參見第五章—爲什麼這些是少年非行的危險因素)。爲了這些理由，高度結構認識力的學齡前計畫，給予幼兒一個生命中正面的開始，在密西根的幼稚園、芝加哥的一個計畫和華盛頓的腦部開始中心，提供一些在早期介入的好處的正面發現。

1960年代中期開始，在密西根的Ypsilanti Perry幼稚園，用每週的家庭訪問，提供一些貧困的小孩們一個教育加強計劃，這個計畫的主要假設是好的幼稚園計畫，能夠幫助貧困的小孩有一個較好的開始，也因此爲了他們舖了較多的路，讓他們成為一各經濟上自主、有社會責任的成人。這個教育的方法，焦點是放在支持小孩認識力和社會技巧的發展，透過個人化的教導及學習。

這個計畫主要發展階段有許多評估，第ㄧ個少年非行的評估是當這個參加者已經15歲，發現那些接受這個計畫的小孩比控制組的犯罪少1/3，到了27歲這個年齡，計畫參加者犯罪被逮捕的只有恐制組的1/2。研究者發現，這個幼稚園參加者跟控制組比較有達到許多其他重要的利益，包括：

1.更高的月收入(27%對7%，每月收入超過2000美金或更多)。

2.有較高的房子擁有率和第二部車擁有率(30 %對13%)。

3.ㄧ個更高的學歷(71%對54%，完成第12年級或更高)。

4.有較低的社會福利救濟比例，在之前的10年(59%對80%)。

這些利益都可以轉化成大量的金錢成本的節省，被評估當每一塊錢花在這個計畫中，就有納稅人、潛在犯罪受害者及計劃參加者，超過7塊錢被省下。那個Rand的獨立研究也發現，Perry幼稚園是非常值得投資。

這個芝加哥的小孩父母中心(CPC)計畫，像Perry幼稚園提供這些3-4歲比較差的小孩，高品質主動學習的幼稚園，加上家庭支持的補充。但是小孩父母中心(CPC)這個計畫，一直提供這些小孩的教育加強到進入小學到9歲。如果將焦點放在這幼稚園計畫效果上，跟控制組比較，那些接受這個計畫的小孩，在18歲的時候，因非暴力被補比較少(17比25)和暴力被捕也比較少(9比15)。參加幼稚園計畫跟控制組比較也較少超過一次被捕(10比13)，其他重要的利益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比較包括：

1.高中學業的完成率比較高(50%對39%)。

2.完成教育的時間較長(11比10)。

3.退學率比較低(47%對55%)。

這個小孩父母中心(CPC)計畫，在預防少年非行的成功和改善其他生命歷程的結果，產生巨大成本的節省，為了美伊塊錢花在計畫上，對納稅人、潛在犯罪受害者及計劃參加者，幾乎有8塊錢被省下。

另一個跟那些幼稚園計畫相似的早期介入是「從頭開始」，他是提供小孩們一個豐富的教育環境來發展他們的學習和認識力的技巧。在華盛頓州西雅圖的一個研究發現，參加這個計畫的兒童比控制組較少有行為偏差的可能。

總而言之，高品質功能的幼稚園計畫顯示，對預防非行和改善少年生活很有幫助，家庭支持服務的提供根幼稚園計畫的結合，可能加強了Perry和CPC計畫在預防非行上的力量，但是很清楚的幼稚園計畫是比較重要的因素，幼稚園智力強化部份，幫助一些小孩在小學後的學業挑戰，減少學業失敗的機會，是一個減少非行的重要因素。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Perry和CPC這二個計畫，分開執行很多年，然而CPC計畫成為Perry的半複製者，示範幼稚園計畫在預防非行上到今天仍然有效。

(四)低年級的學校計畫

學校是一個非行預防努力上的決定性社會，前後情況從低年級到高年級，所有學校的功能，是產生活潑有生產力的社會成員，通常學校的角色，在預防非行本章要討論的和使學校成為一個安全的地方的方法不同，在這個案例中，一個學校可以採取一個加強的措施和運用一些方法，像金屬探測器、設立校警及CCTV監視錄影系統等，有一些試驗性的計畫，嘗試藉著操縱學習環境的因素來減少非行。再這裡討論二個計畫，一個是西雅圖社會發展計劃(SSDP)，使用一個老師學習技術，這是獎勵適當的學生行為和降低不良行為。這個計畫從一年級持續到六年級，學生採小組教學，學生也被提供技巧的訓練，來幫助他們經通問題解決、溝通和衝突解決的技巧；家庭訓練的課程也提供教導父母如何獎勵股利良好的行為和提供不良行為的負面結果。其他的父母訓練焦點，在改善當藥物濫用的偏差行為導致學業成績的低落。一言以蔽之，這計劃就是極端的完全把目標放在飛行的重要危險因素的排列上。

ㄧ個西雅圖計畫的長期評估發現，接受這個計畫的小孩跟控制組比較，他比較喜歡參加學校的活動，學業成績較好，少酗酒和暴力的動作。一個研究發現這個單指預防非行的成功，不包括其他重要的成功。產生了對刑事司法系統和犯罪被害者的成本的節省，遠超過經營這個計畫的成本。

在蒙特婁(加拿大東南部)兒童心理學家理查，設計一個實驗來調查一個貧民區具有過動侵略的六歲男孩的早期預防介入計劃的影響，由這個實驗研究得知，這個計劃延續了2年和有2個部份：學校的社會(人際關係)技巧訓練，另一個是父母管教訓練。孩子們社會技巧訓練主要的焦點，在改善同儕社會互動；父母訓練部份，是基於Gerald Patterson(吉羅德)社會學習原則，牽涉到訓練父母，提供期盼行為的正面強化，使用非懲罰性和一致性的紀律，練習及發展家庭危機處理技術，這個計畫在減少非行是成功的。在12歲以前，男孩在實驗組跟控制組的比較，有較少的侵入竊盜和偷竊及比較少牽涉到鬥毆，在10-15歲的年齡，非行的自我報告，實驗組是比控制組還低。

學校可能無法一個人獨自降低非行，但一些可以運用的替代方案，可以幫助一個社區的努力，去降低問題少年的犯罪，為了決定非行預防的最好方法。主要的差異，有效計畫和無效計畫的差異是成功的計畫有把重要危險因素的順序加以排列，通常只改善學校環境或是只改善家庭環境是不夠的；舉例來說：儘管再學校已有改善，但是一個家庭裡有麻煩的年青人，可能要在學校表現良好是很困難的。另外一個學校計劃重要成功的因素是，這些計畫要被加強，一學期二、三堂課通常是沒有成效的。

三、青少年時期的非行預防

像早兒童時期的介入的非行預防計劃，在青少年階段減少少年非行的整個策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個很寬廣的非少年刑事非行預防計劃範圍，嘗試去闡述一些危險因素，像父母衝突和分離、不良的居住環境、中學退學和反社會的同儕。接下來的部分，檢視青少年的五個非行預防方法：顧問指導(導師)、以學校為基礎的計劃、課後計劃、工作訓練和全面以社區為基礎的計劃。

(一)導師

顧問指導(導師)計劃，通常牽涉到非專業化的義工，花時間跟年輕人相處，在非行邊緣，像退學、休學和其他社會問題，當表現像一個角色模範，顧問指導(導師)行為是以支持非審判態度的表現，近年來顧問指導(導師)計劃的增加量很大，其中很多的目標在預預防非行，少年顧問指導(導師)計劃，這個少年刑事和非行預防處(OJJDP)，他支持顧問指導(導師)計劃很多年並遍及全美各地，大部分是透過少年顧問指導(導師)計劃(JMP)來支持。

1.少年導師

這個計劃依靠有愛心、責任感的成人義工，願意花實踐去當那些暴露在危險因素的青少年的顧問指導(導師)，這些危險因素包括：非行、退學和學校中的問題。增加這些危險的區域是學校，社會家庭區域，根據少年顧問指導(導師)計劃(JMP)登記眾多的男女資料顯示，顧問指導(導師)計劃的工作是跟年輕人一對一。研究顯示，顧問指導(導師)計劃與其他的非行預防型態，以群組的方式來設定，特別是那些高危險性的青少年，可能造成更多的傷害，計劃用群組的方式來提供，有週期性犯罪的年輕人，會對那些在犯罪邊緣的年輕人有負面的影響，少年刑事和非行預防處(OJJDP)對JUMP做了二年評估建議，在這個計劃中加強顧問指導(導師)的角色，在改善學校表現和減少反社會行為包括：酗酒和其他濫用毒品，很有幫助。

2.量子機會計劃(QOP)

在預防少年非行(PJD)最成功的顧問指導(導師)計劃是量子機會計劃，量子機會計劃他在整個國家有五個地區施行：密爾瓦基市(美國威斯康辛州)、俄克拉荷馬州、費城、密西根州和聖安東尼奧市(美國德州)，在這五個地區有25個接受這個計劃，另外25個當對照組，這個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在改善高中階段，危險邊緣的年輕人的生命歷程，這個計劃持續四年或直到12年級，它設計提供了三個量子機會：

(1)教育活動(同輩自修輔導、電腦為主的指導，家庭作業的幫助)。

(2)服務活動(志願去做社區計劃)。

(3)發展活動(活動的焦點在於生活和家庭技巧和大學和生涯規劃)。

讓學生努力去時線上述三個領域的誘因，是以現金和大學學位來提供，這個誘因提供了完成學業和未來學術和社會成就的短期動機。職員也領取獎金和紅利，來留住計劃中的年輕人。

六個月後這個計劃的評估發現，那些接受計劃的年輕人比控制組可能被捕率還低(17%對58%)，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影響，也被觀察到，例如相對於控制組，QOP組的成員是：

(1)比較可能從高中畢業(63%對42%)。

(2)比較可能再進修(42%對16%)。

(3)較不可能被退學(23%對50%)。

雖然這二個顧問指導(導師)發現，是這樣，但所有的非行顧問指導(導師)計劃的證據是成敗參半。此外，其他的顧問指導(導師)計劃，在其他的領域，也沒有成功，像學術成就、到課率、退學和就業，所以為甚麼？有些顧問指導(導師)計劃有效，有些沒有效，最大的課題是，這些顧問指導(導師)有無去做及如何去做，在JUMP和QOP中顧問指導(導師)是一個協助年輕人處理家庭、學校、未來生涯問題的一個支持及引導的來源；他們的工作是一對一來做，跟青年形成一個緊密的關係，導師跟年輕人互相關心，如果未來顧問指導(導師)計劃要成功，他們則必須依照這個JUMP和QOP來做。

(二)青少年學校計劃

中等學校和高中的安全維護要比低年級的還高，因為有一些校園槍擊及一些暴力事件；無論如何，在非行預防上，學校的角色在廣大的社區中，仍然非常突出。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在社區裡的少年非行的計劃有很多被設計在中等學校，檢視二個影響最深的學校少年非行預防計劃。

1.PATHE計劃

這個PATHE是一個在中等學校全面的計劃，用在學校來減少學校混亂和改善學校環境的綜合計劃，這個目標是要藉著增強學校和學生的關係、增強他們的自我概念和改善教育與就業間的關係；這個改善將幫助降低少年非行。

PATHE這個計劃在四個中等學校和三個高中，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被實施，他的焦點在於四個元素：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承諾、提供成功的學校經驗、鼓勵對教育社區的忠誠和增加參與學校的活動；藉著增加學生的歸屬感和有用感，這個計劃在找尋提昇一個正面的學校經驗。PATHE計劃，由社會學家Gottfredson 做廣泛的評估發現，那些採用這個計劃的學校，在少年非行有相當程度的減少。類似的計劃，當前正在發展中。

2.青少年的暴力預防課程

有些地方的高中學生，透過健康教育課程來接受這個計劃，這個課程被設計有五個要項，依序為：

(1)提供青少年暴力和殺人的統計資料。

(2)提出憤怒是正常潛在建設性的情緒。

(3)藉由討論鬥毆的得失，創造一個學生對鬥毆替代的需求。

(4)讓學生去分析鬥毆的前兆和利用角色扮演及錄影帶練習避免打架。

(5)創造一個非暴力和重視暴力預防行為的教室風氣。

這個課程有10堂課，這課程是老師跟學生有非常的互動，靠著很多不同的技術，包括：腦力激盪和角色扮演，像許多根基於學校的非行預防計劃、暴力預防的課程是著重在減少在學校中跟較大社區的非行，特別是鬥毆。對這項計劃在四個主要都會區的評估顯示，在那些接受這個課程跟沒有接受課程的比較，鬥毆已經被顯著的降低。

根據Gottfredson跟他的同事，對學校的預防非行功效的檢視，不僅限於低年級也包括中等學校跟高中的計劃，結論是植基於學校非行預防計劃，高年級與低年級是一樣的效果，有些計劃有效和一些計劃無效，但甚麼是植基於學校非行預防計劃成功的關鍵特質？就像低年級的成功計劃、高年級的成功計劃，是那些把目標放在重要危險因素上的計劃，再這裡敘述二個計劃，他的定義是把焦點，放在減少學校混亂和改善學校環境，二個顯外在高年級成功的以學校為基礎的非行預防計劃，是改善家庭環境，藉由透過父母來幫助學生學習和透過這些資訊的散發縮小帶槍入校、用藥和涉入幫派降低同學的負面影響。

(三)課後計劃

因為有學童期的媽媽中四個中有三個是有工作，而工作中有2/3是全職的，所以課後計劃的需求就一直在上升，今天課後課程的選擇包括：兒童照料中心、學校的家教課程、舞蹈班、籃球聯盟和順便俱樂部，州政府跟聯邦政府的教育、公共安全、非行預防和兒童照料的預算，提供了課後計劃的基金。在1999年聯邦政府撥款2億元給予學校，設立課後計劃，叫做21世紀社區學習中心，研究顯示這個5-9歲的兒童和這些低收入區，從課後計劃得到最多，顯示改善了工作習慣、同儕與成人的行為級學校成績的改善，那些參加課後活動的小孩，學校成績較好和較少從事危險行為。

這些發現必須很小心地說明，因為課後計劃是自願的，參加的人士有心得年輕人，而且是最不可能從事於反社會行為。

1.美國的男孩女孩俱樂部

最成功的預防非行的課後計劃是由美國的男孩女孩俱樂部所提供，設立於1902年，美國的男孩女孩俱樂部是一個非營利組織，超過130萬的會員，美國的男孩女孩俱樂部提供的計劃有六個領域：文化充實、健康和體育教育、社會休閒、個人和教育發展、公民身分和領導發展、環境教育

有一個研究檢視美國的男孩女孩俱樂部，在美國五個城市對高危險青少年在公共住宿發展的成效，美國的男孩女孩俱樂部的服務，包括：提供閱讀班、運動和家庭作業協助，來防止物質濫用，這個計劃以SMART(自我管理和抵抗訓練)運動聞名；這個計劃目標針對年輕人面對嘗試藥物和酒精的特定壓力，他也提供父母及社區很大的教育，來幫助年輕人學習有關物質濫用的危險和抵抗使用藥物及酒精的壓力的策略。評估結果顯示有美國的男孩女孩俱樂部的供給房屋發展比SMART沒有供給房屋發展的有較少損害單元及較少的非行。

2.參與和學習技巧

在渥太華(加拿大首都)，一個施行於大眾住屋發展的計劃，吸收低收入年輕人，參加課後活動，像運動(冰上曲棍球)、音樂、舞蹈和童子軍活動，叫做參與和學習技巧(PALS)，這個計劃經營三年，而且目標在他們選擇的活動來提昇年輕人更高的技巧，整合他們在較大的社區裡活動，PALS他是基於相信在運動、音樂、舞蹈和等等的技巧發展，可以影響年輕人生活的其他領域。像社會態度和行為，這些反過來幫忙他們避免從事非行活動。

在這個計劃結束發現，參加這些課後活動的人比控制組的人，在某些方面都要好，這個計劃最強的衝擊是發現警察逮捕有降低80%的少年非行。但是這個計劃的結束16個月之後，其正面的影響，就有一些的減少。這研究者懷疑這個計劃的效果會漸漸消失；另外的他有一些好處，這些好處如果轉換成支出的節省，是讓人印象深刻，花在這個計劃的一塊錢，可以讓少年司法系統(少逮捕)，住屋發展(私人安全服務較少)和市政府省下2.5元的支出。

總括而言，課後休閒活動，可以代表一種有願景的預防少年非行，他有效，因為讓年輕人有生產力及樂趣和回饋的活動，對於某些年輕人來說，已經足夠，讓他人浸淫在這些活動中，而免掉麻煩，這些計劃在降低非行上，也是成功的，因為他們灌輸年輕人，使用藥物和幫派成員減少的重要訊息。 

並沒有足夠的計劃被評估來說，課後休閒活動是成功，但是他是執得更進一步的測試，在課後時間，暴力少年非行達到高峰的事實，強調高品質課後計劃的重要性。

(四)工作訓練

有一個工作意謂著，有錢買必需品和花在休閒的活動上，他可以帶來一種成就感，而且他是一種牽涉非行得預防因子，工作訓練計劃可以讓你比較容易在合法的經濟體制找到工作，也因此降低了非行，轉變到工作的發展時期，對一些年輕人來說是困難的，來自於一個不良的背景，學校成績差或也許被退學的或有牽涉到非行的年輕人，在得到一份穩定待遇好的工作，會面臨很多困難。等一下要談的二個計畫不僅提供年青人就業技巧，也幫忙他們克服一些立即的困難。

1.工作團

美國的最有名及最大的工作訓練計劃是工作團，他建立在1964年，是一個為貧困、失業的青年時期的人而設的一個聯邦訓練計劃。全國計畫的設計者是勞工部，希望減低社會幫助的依賴性和非行率的減低。希望這二個會發生，經由一個在危險邊緣的年輕人更有能力能夠去得到穩定及長期的受雇機會。這個計畫今天仍然在進行，在全國各地有119 個中心經營和每年對年青人提供超過6萬個服務，這個預算支出超過十億美金。

工作團的主要目標是改善參加者的就業能力，藉著提供主要包括職業技能訓練服務, 基礎教育(取得同等學歷)和醫療保健的全套服務。工作團提供介於16-24歲之間的年輕人。大多數的年輕人，在他們物質濫用、飛行和社會救助依靠的危險邊緣時登記；這五個年輕人中有二個是來自於社會救助的家庭、五個中有四個是遭到學校退學和平均每年收入在六千美金的家庭。幾乎所有工作團中心均要求參加者，必須居住在那裡來進行這個計劃。

工作團的一個大規模評估，他涉及幾乎12,000年青人，發現這個計劃在減少少年非行是成功的。那些接受這個計畫與控制組比較拘捕率是少百分之16。實驗組成員是比較不可能去犯罪和被判刑。同時，這些參加計劃的人有更高的就業率和更多的收入。工作團早期的評估發現，它是一種值得投資的公共資源，每花在計畫上的一塊美元，可以替政府或納稅人、受害者, 和計畫參加者省下1.45美元。

2.美國青年建造

另一個為貧困失業的年輕人提供工作訓練計畫的是美國青年建造，這個計畫在1978年由紐約的一群年輕人開始，美國青年建造後來成為一個國家計畫，在全國超過100個地方服務超過六千個介於16-24歲的年青人。這個計畫的焦點在於建造或更新一些住屋和透過這些年青人學習木工和建築的技巧。美國青年建造也提供教育服務，例如得到一種高中文憑或準備進大學，而且提昇領導技巧的發展，這個計畫對非行的影響，還不明朗，但是這個計畫，證明參加者在建築業找到工作或進入大學是極成功的。

(五)社區綜合計畫

以基於社區的綜合少年非行預防計畫實驗，開始於早期1930年代由Shaw和McKay 的芝加哥區域計劃。1960年代的青少年計劃是這類型其它例子的預防少年非行。這二個計劃被發現在降低非行都不是很成功，但少數這些類型計畫被評估了。典型地作法是在高少年非行和犯罪率的鄰近地區來實施，他們藉由各種不同的類型的介入方法組成，而且通常牽涉到不同的社區團體和政府部門，這些團體是很關心少年非行，譬如YM/WCA美國男孩、女孩俱樂部，社會和健康服務。在這裡要討論的三個計畫，依靠一個系統的方法或全面計劃模型來發展預防犯罪的介入。這包括分析少年非行問題、辨認在社區可利用的資源、發展優先權少年非行問題和辨認在其它社區成功的計劃及配合他們當地的情況和需要。不是所有的基於社區的綜合預防計畫都遵循這種模式。但有證據建議這種方法將導致對少年非行的最大的減少。這個方法的主要缺點是維持資源的水平、橫跨一個大地理區域(譬如城市)來降低少年非行率和各方面合作的需要是困難的。

1.兒童風險計畫

以社區為基礎的全面預防計畫，被評估過的當代例子是兒童風險計畫(CAR)，CAR的設立是爲了幫助改善在非行高危險邊緣年輕人的生活，非行幫派涉入、物質濫用、其他問題行為。這個計畫是爲了全國五個城市的貧困、高犯罪鄰近地區的很多年輕人而設立的。他牽涉到不同的預防措施，包括案件管理和家庭諮詢、家庭技巧訓練、輔導、顧問指導、課外的活動和社區維持治安。在每個地區這個計畫是不同的。這所有五個城市的研究表示，在計畫結束一年之後，接受計畫與控制組的年青人比較，是較不可能犯了暴力非行行動和使用或販賣藥物。這個計畫的其他好處，包括比較不會與非行同儕在一起、較少同儕非行的壓力和更加正面的同儕支持。

2.社區關懷和安全未來的啟動

其它大規模基於社區的綜合少年非行預防計畫包括社區關懷(CTC)和安全未來的啟動。這兩個計畫都用少年刑事和非行預防處(OJJDP)的資助，這CTC的策略強調降低非行的風險因素和加強非行的預防因子，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從誕生直到青少年時期，CTC遵循一個多方面規劃的過程，包括引用早先顯示成功的介入和讓他們能夠適應社區的需要。

安全未來的啟動的操作，很像CTC，例如藉著強調減少非行的危險因子和以非行為背景的防護因子，使用有效的遵循一個嚴密的規劃來實施不同的介入，他也建造或加強既有的合作，在許多社區團體和政府部門來預防少年非行。不同於CTC、安全未來的啟動，只將計畫放在高風險的少年非行和被裁決確定的年輕人身上。

四、未來之少年犯罪預防

非行預防的成功，藉由個別計畫的評估顯示出來和很大的努力去評估那種計畫有效，像Blueprints的暴力預防，在伴隨的政策和實踐箱子。儘管少年非行預防計畫有許多不同的類型的成功--從幼稚園到顧問指導，這些計畫接受到花在處理少年司法的系統的一部分，這也是真實的在成人的犯罪司法系統，對許多少年司法官員、政策制訂者和政客，預防是等同於對犯罪溫和，並且少年非行預防計畫經常被稱為「」豬肉「」或「」豬肉桶「」(豬肉—聯邦政府的補助、豬肉桶—議員爲取悅選民而使政府撥出的地方經費)是浪費的花費。從這個觀點來看，少年非行預防計畫，還是面對很多真正的障礙，包括：

(一)關於早期介入的道德關心：用一個可能成功或可能不成功的方法去介入孩子和青年人的生活是對的嗎?

(二)這個計畫的高危險群會被標籤和羞辱：孩子和家庭接受支持，也許會被告訴造成損害的名字或者被其他社區成員看不起。

(三)這些早兒童時期計畫對少年非行的影響有延遲性，俗話說「現在付、以後省」，對早期的童年少年非行預防計畫是真實的，這個計畫的好處，讓人感覺到將會拖很久。在一個要求立即結果的社會和政治體系，建造一個少年矯治設施比建造一個幼稚園，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必較有效的措施。

所以非行預防計畫的未來是取決於教育大眾和決策者。有關預防非行的價值，其中的一個例子是以財政上的例子來談論少年非行預防計畫的成功，因為手邊的計畫有評估成本跟利益，在苯張之前都有討論到。這個成本的節省是相當龐大的，經營預防計畫的成本相當於非行本質的成本，是相當低的。儘管這些重要的議題，非行預防的未來可能相當樂觀，藉著很多地方上的努力，州的開始和國家計畫的顯示正面結果的漸增，非行的預防正在證明它的價值。
(陸)安全社區之具體作法
一、安全社區之意義

在北愛爾蘭和其他許多國家，無人會否認犯罪是一個顯著的社會與政治議題。上升的犯罪率在許多國家吸引了大眾的注意，而北愛爾蘭的低犯罪率仍然吸引了大眾的注意。毒品犯罪，也稱為「joy-riding」，家庭暴力和一般反社會行為的成長，僅少數與犯罪密切相關的例子會讓北愛爾蘭的人民擔心。人們沒有必要非常關心大的犯罪議題，他們通常專注在他們自身所經歷過或是在他們所居住的地區造成困擾的犯罪。平行的北愛爾蘭當局漸漸瞭解刑事司法的正式處理透過赫阻、逮捕、起訴、徒刑及對犯罪人的懲罰在犯罪控制效果有限。在北愛爾蘭當局研究的過程中，北愛爾蘭當局偶然找到一個非常清楚的訊息，從北愛爾蘭當局所蒐集的文獻中，從北愛爾蘭當局為研究查訪的其他的司法權，還有在北愛爾蘭當局會議會中。這是為什麼犯罪預防的目的在北愛爾蘭和其他國家近數十年來不斷地改變，並且會繼續的改變。

直到最近「犯罪預防」一詞才被意識到是正式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副產物。對大多數人來說，它只代表當地負責犯罪預防業務警察的一次拜訪，告訴他們如何使他們的家更安全。事實上犯罪預防是更甚於此的。Jan van Dijk定義它是「所有的政策、方法、技術、在刑事司法體系的邊界外邊，目的是減少國家所定義為犯罪的行為所造成多樣的損害。」如在文獻上對安全社區的註解：「最近犯罪預防被公認為需結合尋找對付少年間犯罪性的發展、減少犯罪機會及依據社會狀況繼續犯罪的行為等方法。」

「安全社區」一詞是比犯罪預防更廣的且不僅對付犯罪行為也對付反社會行為和其他會影響人們對安全看法的因素。現在知道在本地問題需要本地解決辦法。可以透過合作關係的方法，如以一種公共的組織、志工、社區和商業區。在英國的Morgan報告中，指出「犯罪預防」一詞常被狹義解釋，而解釋的增強僅是警察的責任。這份報告提倡使用「安全社區」一詞，在解釋上也是允許更廣泛的解釋。鼓勵更多社區中的各個區塊參與對抗犯罪。如北愛爾蘭當局的研究與觀察所示，其他國家走上相似的道路，其中許多已經在中央及地方都在發展且操作安全社區的政策與實務。

二、當代成功之範例：北愛爾蘭

北愛爾蘭的犯罪預防與安全社區參與的組織與區塊相當的廣。他們的活動包括減少犯罪機會的情境犯罪預防，使可能的犯罪人遠離犯罪行為，導入廣闊的政策和服務提供問題可以影響這階層的犯罪行為。這在北愛爾蘭已是相當數量的活動，與北愛爾蘭皇家警察，警政當局，假釋機關和北愛爾蘭政府已採取行動，有多種其他的法律機關在社會提供的領域中，包括這些對住房、社會服務、地方政府與教育負責的那些。志工與社區機關在提供全北愛爾蘭的服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與公共機關一起合作，且商業區在安全社區的提議權也增加了參與。

安全社區活動並非在任何機關與機構上為一個核心活動。所以機構很難在他們現有的預算架構上找到資源。此外，沒有機關可以負或應負制定犯罪預防及安全社區活動政策的全部責任，或提供資金監控或評估安全社區的活動，不管是在地方階層或北愛爾蘭全國。最近的創新是在，建構安全社區中心的發展，可以找尋並鼓勵和建議那些希望發展安全社區行動，並傳播好的安全社實務在那些對在他們工作及居住地發展安全社區有興趣的團體與組織。此中心是由北愛爾蘭政府建立的，並由一中介部會管理，但部會本身並沒有創建活動的預算。北愛爾蘭當局對中心發展軌跡記錄和和它日益增多的歷年成績記錄和知識庫的工作印象深刻，但北愛爾蘭當局也關心他被要求去做困難的工作，在缺乏清楚定義和表達清楚有力安全社區政策的情況下。

現在有數個發展安全社區活動的辦法。那些想要在他們地區發展安全社區計畫可以尋找各種各樣提供資金的來源，包含和平和和解或者慈善來源的歐洲專案基金。 他們必須奮鬥--與多在社會及經濟範圍的計畫一樣，隨著「」提供資金「」一詞的天性，發起集資的規劃與不確定性。提供資金很難與安全社區計畫劃上等號，如減少犯罪性與保留熟練與經驗的人員。

一些地方議會建構起安全社區合作關係與計畫，多數資金是來自和平和和解或者慈善來源的歐洲專案基金，有些案件中，他們更進一步的與志工機構簽約。有些計畫是由地方議會的成員直接執行的。沒有計畫是在先進的階段。警政當局出資將CCTV計畫介紹給北愛爾蘭全國的城市。
北愛爾蘭皇家警察最初領導犯罪預防專案小組，是在1977年建立。此專案小組由政府部門，志工機構，安全社區中心，北愛爾蘭皇家警察，商業區與工會組織組成。一個機構出一個代表，除了北愛爾蘭皇家警察的代表主持小組。它的目標是確定犯罪重要的事和可能的話去協調以合作關係方法去減少犯罪與對犯罪的恐懼。專案小組現在的工作是專注在財產犯罪上。

儘管多種的活動是與安全社區有關，觀念的發展上仍在幼兒期。部分是因為政府對恐怖犯罪可瞭解的專注，在過去30年來地方的政治家和公眾，部分是因為低的「」普通「」犯罪率，北愛爾蘭經歷了之前與中間的階段。如果，向北愛爾蘭當局所全部希望的，和平保留在北愛爾蘭，專注將會移轉到「普通」犯罪將會假設其重要性在地方政治家辯論上如同在許多國家中一樣。北愛爾蘭當局意識到關心普通犯罪可能因為興趣。這是為何北愛爾蘭當局相信考慮安全社區政策與行動的架構，資金結構，和合適地實行安全社區服務的安排是重要的，確保可對政治結構與公眾說明。一些研究計畫告訴北愛爾蘭當局需要的事關於這些問題的考慮，首先北愛爾蘭當局也測驗了其他司法權的安排，在北愛爾蘭當局研究參訪中。最重要的，在北愛爾蘭當局磋商的過程中北愛爾蘭當局聽到人們必須要對北愛爾蘭當局說的。

三、安全社區結構

在發展在社區安全結構方面的北愛爾蘭當局的思考方面，北愛爾蘭當局採取在其他的司法權 , 像是法國，紐西蘭，荷蘭和英格蘭和威爾斯被採用的全面的方式。然而北愛爾蘭當局也對特定北愛爾蘭考慮是深切注意的。舉例來說北愛爾蘭當局有小的司法權，考慮到溝通的短線，但是產生作用或影響對抗結束複雜的多以被分層堆積結構； 而且北愛爾蘭當局沒有想要作推薦 , 將會造成與交疊處理商議的和執行的身體一起容納過多的人環境。北愛爾蘭當局也不想要干擾現在被檢定服務的警察或以社區為基礎方式開始的犯罪預防工作。北愛爾蘭當局也採取了北愛爾蘭的震動社區部門的帳戶，在北愛爾蘭當局的諮詢期間是明顯的給他們。

治安的獨立委員會的推薦也必須被考慮。 北愛爾蘭當局對於公眾的安全目的歡迎警察和其他的代理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委員會的對共任命的推薦。考慮是否推薦被提議的警察董事會可能為縱線社區安全活動和社區安全策略的發展共承擔主要責任。 北愛爾蘭當局決定對抗一個如此方式。 來自其他的司法權和意見的課在諮詢程序期間製造產生作用或影響對抗警察或警察焦點所在的團體 (或任何其他的單一代理)在社區安全事件上合作是關鍵。而且，北愛爾蘭當局相信在次序確定那社區安全在系統各處受到適當的注意，對它的晉升責任和共任命需要被在政府裡面在中心設置。 然而和警察和治安單位的合作關係下將是非常重要。

在地方水準北愛爾蘭當局考慮局處和團體應該參與地方社區安全合夥，他們的精確構成應該被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得出結論了地方合夥可能包括來自下列的團體一些或全部的代表：

(一)法定機構，像是警察，實習者，社會服務機構，教育機構和保健機構；

(二)志願服務的團體；
(三)地方行政機構；

(四)社區團體以及私人分部。

北愛爾蘭當局考慮了地方合夥結構的領導是否應該有到任何的特別組織，是否領導應該被分享在一當中或者更多的組織，或是否一個組織應該採用一個贊助商或有責任的權威角色。北愛爾蘭當局審查為在地方主管當局掌握中創造而且維持社區安全合夥放置主要責任的選擇，如同已經在諮詢程序中被一些建議。然而，他們的功能對社區安全目的的成就唯一的些微地相關和他們沒有法定權威同樣地把錢花在社區安全活動。為了傳遞以及促進地方水準和鼓勵社區安全，北愛爾蘭當局強烈地支持合夥的方式在地方服務供給者，社區和警察之間，如面對1998年的犯罪和混亂所行為如同在許多熟練的司法機構中。想要啟動存在社區中有益的力量，注意治安的獨立委員會得到相似的結論而且作了提議「對於治安工作的不同形式，藉由治安工作... 在與社區的合作關係中一起解決公眾的安全問題。」該如何將這傳遞到有活力的地區結構，北愛爾蘭當局的關切不要再見到月來越多的諮詢團體或複雜的機構。

北愛爾蘭當局的最初思考如何在地方遞送社區安全的最佳方式是北愛爾蘭的地方主管當局應該被鼓勵在他們的會議區域中帶領社區安全活動，贊助地方計畫而且使用他們認為適宜的任何的合夥和商議的方式他們將會有資格接受中心為贊助雇用提開發工人的資金或者率先配給給地方穀種的資金。這將會讓相關當局彈性發展他們判斷得最好的方法符合了他們的地方社區的需要。個別的社區安全少先也許要仰賴正在被處理的問題，將由法定組織或志願者組織 , 或社區的團體所領導。北愛爾蘭當局建議不應該有任何像是特殊團體應該總是在個別的社區安全計畫中帶頭這類的推測。獨立治安委員會對於合作管轄治安的提議關係到此委員會要在社區安全中扮演怎樣的角色，這需要好好思考如何互相協調。在特別項目中要注意地方團體是否能夠達成社區安全以及委員會在這裡面扮演之角色。

北愛爾蘭當局記錄了國務卿在 2000 年一月 19 日關於在北愛爾蘭中警察的獨立委員會的報告中關於政府的決定以及英國國會下議院的北愛爾蘭的陳述 , 他說：「裴頓提議了警察合作關係協會要提供一種地方責任的區域。 他認為了他們應該有一個主要商議的角色，藉由一種能力監視治安單位干預地方計畫同意地方計劃，而我支持這項提議。他也提議了一個附加的社區安全角色，藉由權力購買在治安單位的最高級服務。 後者活動則是現在正被犯罪審判檢討的一個主題。」

北愛爾蘭當局相信在一個地方團體裡面有聯合社區安全的功能而且警察的好理由。這麼做將會避免給地方會議太多負擔 (知道現有過多的團體多過於地方相關當局所預期)而且將會使一個團體能夠考慮到治安單位和地方社區對於社區安全的需要。治安是社區安全一個重要但是不是唯一的層面，社區安全可以在治安方面帶來更大的貢獻。期待可以聚焦在社區安全團體並且扮演一個更大的角色，合作地區性治安單位的建議：

(一)社區安全治安合作(CSPPs), 應該藉著地方當局擔任被選舉成員來成立；

(二)角色和CSPP的職責範圍應該在法令中被宣布，讓指導方針能充分的補足。

CSPP 的會員資格應該是如治安合作董事會的地方治安委員會所推薦，藉由多數的選舉成員，和與獨立的成員被選擇代表生意而且交易聯盟興趣並且提供專長在有重大關係與社區安全有關。建議邀請議院透過像是商業協會，社區商會，北愛爾蘭社區的愛爾蘭貿易公會，或者北愛爾蘭志願者協會這類團體中尋求提名。區域合作董事會，現在則是適當地管理歐洲的資金，提供一個有用的規範。

CSPP 應該準備一個地方社區安全策略 , 以管理地方犯罪和人的對地方性地犯罪的擔憂，以及有效的地方服務為基礎。當實行這一個廣泛的社區安全角色時， CSPP 應該更加在社區中請教社區合作關係的工作，法定代理和志願者的相關單位；在法定範圍上，警察應該連同其它單位一起參與如此提供檢查，公眾服務，社會的服務，教育，健康機構和北愛爾蘭家扶單位。

在警察委員會報告的推薦中 這組織應該對 CSPP 開放並且邀請其他的相關局處參予每個月的會議。基於告知的義務，CSPP 應該對相關的社區安全議會送交它的年度活動報告，然後到治安董事會和中央的社區安全單位。
北愛爾蘭當局支持獨立治安委員會的報告中的精神。 CSPPs 的功能應該是諮詢﹐說明和商議。但是他們也應該積極的發展一個地方社區安全策略和在與在法定與志願者的單位連結在傳遞社區安全方面扮演好角色。他們應該培育並且發展區域裡面的合作關係，密切地為中央的社區安全單位工作，達成地方社區安全策略的目標所需的服務。

假想一個中央社區安全團體與北愛爾蘭的社區安全策略發展是藉由政府，志工以及私人單位還有資金的提供。建議應該有一個中央的社區安全單位以負責：

(一)為北愛爾蘭發展一個社區安全策略；
(二)在政府為促進和合作協調社區安全提供一個目標，那志願者和私人的部門；

(三)發展發展中的社區安全政策的有效的和創新的公眾諮詢機制，包括發展市民論壇；

(四)藉由贊助和評估引導計畫優先刺激在地方水準且藉由作犯罪映射讓地方合作關係的團體可得到資料；

(五)為中央贊助計畫下設立監控和資金需求；

(六)安排良好的演練而且發展成功示範計畫；
(七)建議部長站在社區安全政策的立場上；
(八)出版年度報告內容包括對抗犯罪策略的進展，贊助活動的內容，部門以及局處對於社區安全計畫的貢獻。
中央的單位一個重要角色是確定好演練指導方針率先被使用在地方水準參與社區安全。建議社區安全單位應該發展指導配套方案，包含議題如：

(一)建議發展地區的方案；
(二)訓練守則；
(三)發行 「如何諮詢」指導守則；
(四)犯罪稽查指引和協助；

(五)關於監控和評估的協助和指導；

(六)建議公告尋求準備資金。

在追求職責範圍下，期待中央的單位研發出與它的互補者的連結在蘇格蘭，英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的共和國方面和歐洲國際性犯罪預防機構以便於在其他地方隨時更新犯罪預防的演練方針。當許多的它焦點放在合作發展上，向社區安全議題發表演說來關心地方社區，不過它也應該包括在它的職責範圍如工作場所和合作的安全策略中。 其他的領域中，單位將不必在如此的事件上作為先驅但是，拿治安單位和保健單位和安全執行單位為例子，這些單位將會完全的被展現。如果需要，一個中央的社區安全單位也會對採取在私人企業的安全政策的發展感興趣。

這樣一個在中央政府底下扮演一個發展與傳遞社區安全策略中樞角色的組織，已經在研究回顧中被記錄下來。有許多委託中央政府的安排計劃，在法國尤其是紐西蘭。相信中央的政府應該帶在社區安全議題上的一個巨大的領先而且清楚地說明那社區安全是北愛爾蘭的中央的優先。 創造一適當地贊助而且配備人員中央的單位將會多做強調政府對北愛爾蘭的民眾的心的社區安全附上的重要。

同時也建議相關當局應該有清楚的法定責任幫助預防犯罪而且減少犯罪的恐懼來為社區安全貢獻。這些相關當局可能包括檢定服務，社會的服務，教育和健康有關當局 , 和公眾的實行服務。

四、安全社區的資金募集

北愛爾蘭當局建議詳細的諮詢應該包括計畫的數目以及類型。不作關於預算的多少詳細的建議，但是注意二億五千萬英鎊已經被分派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三年犯罪減少計劃，將會相等到750萬英鎊北愛爾蘭 , 或一個大約一年250萬英鎊的預算。凡是由單位提供的資金應該給法定單位對社區安全和犯罪預防，除非已經投入了，儘管它開支對整體的策略感到一致很重要，CSPPs 應該被鼓勵尋求來自其他的來源的基金，包括私人的部門。最後，想要關於資金中央的社區安全單位和 CSPPs 可能適用於兩者的北方人的情況發表一些一般的意見

愛爾蘭全國性的和地方計畫。推薦社區安全單位應該擬訂贊助如一個優先的事件指導方針。任何或所有的下列資金情況可能被應用：

(一)有證據基於以問題的一項地方犯罪的分析被發表，符合地方社區安全策略；

(二)先導計畫應該嚴厲地被評估(社區安全單位同意的基礎上)和一種資金的內容應該被為留存評估； 那個所有的計畫到被準備的指導方針應該包括參考的監聽被那社區安全單位；

(三)應該有透明，與那些的身份參與計畫 , 和計畫的目的，被公開；

(四)那一個社區參與設計而且推行計畫應該是期待；

(五)應該有清楚的責任機制，包括對地方或國家的結構財政的責任 , 和研究調查結果，評估報告，監控報告和出版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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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被移置至保護監護





父母否認指控





為兒童指派律師





父母承認指控





法院進入合議宣判





案件繼續至前審會議





處置


50％的案件在此階段解決





回顧公聽會


決定是否狀況以前發生過


父母如不配合警告，將失去他們的父母權





前審會議


證據回顧


可能為父母指派律師


律師可以請求達成協議





在勸告審判會或前審會議期間，超過3/4的訟訴案獲得解決





處置


社會福利機構推薦


合議：父母同意遵守政府規定





1/2至2/3的罪犯需受監禁


1/2的罪犯接受諮商





審判


法院決定是否虐待之指控是有證據的


勸告程序





每100件中不到10件案件到達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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